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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战时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第一节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国民政府

一　 战时中国分会的艰难处境

至抗日战争爆发前，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已经历了近十二年的发展， 到

达了其成熟时期， 分会选派代表参与的历次国际会议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

注； 中国分会聚集了一批经济、 社会、 国际政治、 文化等领域的优秀学者，
它从 １９２０ 年代末年起开始进行的各项调查研究工作到 １９３０ 年代中期以前，
进入了完成阶段。 近十二年间， 中国分会亦曾常面临困境， 特别是因其源起

于国民外交的理念， 希望通过与他国国民联络感情以实现和平， 并充当对外

宣传的工具及政府外交政策的奥援。 而这种设想未免理想化， 并且在当时东

亚剧烈演进的国际形势下， 几位民间的学者、 社会活动家在外交方面也难以

取得实质的收获。 而且， 作为一个民间团体， 在国际论坛上讨论废约、 中日

关系这类敏感问题， 常受到来自国内舆论、 甚至政府的压力。 激进的民族主

义者甚至根本反对 “帝国主义” 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
战争则使中国分会面临更大的困境。
１ 战争的影响

抗战期间， 作为一个民间学术组织，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同其他学术机

构及社会团体一样， 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一些研究工作不得不中辍， 学会自

身及其会员个人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 学会甚至数度濒临解体。
方显廷在回顾抗战对于中国经济研究之影响时曾说道： “随一九三七年

中日战争发生之后， 中国经济研究工作， 亦遭受空前的打击， 第一、 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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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均设于北平、 天津、 上海、 南京诸城市， 战事发生后， 纷纷内迁，
使若干珍贵资料， 失散于辗转迁徙途中， 使以后之研究工作， 不易继续， 甚

而停顿。 第二、 因战时通货膨胀， 研究工作者之固定收入， 不易维持其最低

生活水准， 因而转业， 研究经费减缩， 工作自亦困难。 第三、 太平洋战事发

生之后， 国内交通隔绝， 外国书籍、 资料、 研究人员不能来华， 国内学人及

青年学生， 亦无法出国深造， 国内学术研究陷于孤立状态， 经济学说研究亦

与国际经济思想脱节。”① 方氏所描述之抗战对中国经济研究的影响， 亦反

映了战时中国各学术领域， 以及各学术机构所遭遇的共同情况。
就方氏及其所服务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而言， 该院及南开大学自 １９２０

年代末年起与太平洋国际学会进行合作， 对于东北、 华北的各项社会经济问

题展开研究， 该院亦成为中国分会所倚重的研究重镇之一， 其院长何廉亦担

任中国分会的研究主任。 而九一八事变、 华北事变、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对这

些研究工作产生了不小影响。 例如， 何廉等人在太平洋学会资助下， 从

１９３０ 年开始对东北移民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并发表了一些初步报告， 但在

九一八事变后， 因无法进一步收集资料， 该项目不得不于 １９３３ 年宣告中止。
卢沟桥战事刚起， 南开大学校园即遭到日军炮击， 主要原因在于张伯苓

（中国分会的执行委员之一） 主持下该校坚持抗日立场。② 此后， 方显廷等

在华北的各项调查研究工作无法继续进行。 南开大学、 燕京大学、 协和大

学、 中华平民教育会等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下， 在华北

的乡村建设项目， 亦在卢沟桥事变后被迫停止。
事实上， 战争的影响早已显现。 九一八事变后， 一些东北会员如阎宝

航、 宁恩承、 王卓敏等即被迫流亡， 东北大学校园沦为日军养马场。 在人员

方面， 抗战爆发后， 中国分会亦连连遭遇损失。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 沪江大学校

长， 中国分会最初发起人之一， 时任分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刘湛恩遭到

日伪暗杀。 据刘夫人王立明说， “一·二八” 事变后， 刘湛恩即预感到自己

或遭不测， “我已感觉到敌人对我的忌恨。 第一， 因为我大胆地把他们欺

骗、 掩护侵略的宣言， 常常在国际方面驳斥， 其次， 这里有许多国际机关，
如国际学会、 国际友谊社等， 我都是其中推动最有力者之一； 我想他们最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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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方显廷： 《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 《财政评论月刊》 第 １６ 卷第 １ 期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
宁恩承： 《回首百年》， 第 １０８ ～ １０９ 页。 方显廷： 《方显廷回忆录》， 方露茜译， 商务印书

馆， ２００６， 第 ９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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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每次他们派代表来见我， 无论是谁， 我都是一番痛骂”。 因拒绝与南

京伪政权合作， 出任伪教育部部长， 刘湛恩终遭不测。 １９３８ 年夏， 徐新六

奉命赴美国与美政府协商对华经济援助事务， 在前往重庆接受国民政府任命

途中， 其所乘飞机被日机击中而遇难， 徐氏是中国分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

长， 在该会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他的死使中国分会遭受了一大损失。
上述事件， 特别是刘湛恩遭日伪暗杀一事， 使中国分会执行干事刘驭万

深感不安。 鉴于中国分会一向的抗日立场， 他对分会及其个人安全十分担

忧， 因而于 ４ 月将分会办事处迁往香港。 初到香港之时， 他一度对中国分会

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心存怀疑， 后经胡适及其他执行委员的鼓励， 他决心继续

维持分会的运转。① １９４１ 年年底， 香港沦陷， 中国分会匆匆遣散人员， 运送

书籍， 流亡辗转， 暂落足于重庆两路口金城别墅六号。 直到抗战胜利， 复迁

回上海。
战争对中国分会的组织机构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

政府为抗战做准备， 开始延揽各领域的专家、 学者进入政府工作。 ３０ 年代

中期及抗战爆发后， 更有大批学者、 专家、 实业家被延揽参政。 中国太平洋

国际学会原本汇聚了一批教育、 经济、 财政、 外交等领域的专家， 此时期亦

有不少会员及学会领导人员进入政府， 其中尤以在外交领域为政府服务者居

多。 如前所述， １９３６ 年， 何廉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处长。 胡适则于 １９３７
被派往美国从事国民外交， 次年被任命为驻美大使。 中国分会执行干事刘驭

万， 则于 １９３７ 年年初进入铁道部， 此后先后在交通部、 经济部物质局等地

任职， 抗战胜利后， 一直担任驻外使节。② 事实上， 刘驭万之所以参加政府

工作， 很大原因也是为了维持个人生计。 当时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经济异常

困难， 执行干事常数月无薪可领， 生活十分窘迫。 １９３７ 年刘驭万进入铁道

部工作后， 曾致函胡适， 请求辞去执行干事之职， 但在徐新六、 李干、 沈昆

三等人的勉励下决定留任， 此后他采取两边兼职的办法， 设法维持了学会的

运转。 有关学会的财政状况， 下文仍将提及。 总之， 战时由于中国分会财政

困窘， 各负责人事务繁忙， 执行委员会委员散居于重庆、 昆明、 桂林、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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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Ｌｉｕ Ｙｕ⁃ｗａｎ ｔｏ Ｅ Ｃ Ｃａｒｔｅｒ， Ｍａｙ ３， １９３８． 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 档案号： Ｅ０１４６ －
００１。
１９４６ 年起， 刘驭万先后担任驻汉城总领事、 驻韩国外交特派员、 联合国驻韩委员会代表等

职， 此后一直任职于外交界。 继刘驭万之后担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干事的刘裕棠

（１９４７ 至 １９４９ 年间任此职） １９４９ 年去台湾后亦从事外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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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美国等地， 这些因素进一步影响了分会的工作。 １９４０ 年， 胡适因长期

驻外而辞去中国分会会长一职。 蒋梦麟接任， 以为胡适 “守此婴孩”。 早在

余日章等筹备参加第一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时， 蒋梦麟即曾列名筹备委

员。 但十余年后他之接任中国分会会长， 似乎并非出于情愿。 他在致胡适的

信中提到： “刘君劝弟为中国分会会长， 以为兄守此婴孩。 弟允之。 弟对此

本无兴趣， 历年来兄知之， 所以允会长， 不得已也。”① 抗战期间， 中国分

会执行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及其变动情况详见下表 １：

表 １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名录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６）

年份 执行委员会委员 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１９３７

胡适、徐新六、陈光甫、张伯苓、刘
鸿生、刘大钧、何廉、刘湛恩、吴贻

芳、陶孟和、蒋梦麟、梅贻琦、黎照

寰、陈达、刘驭万

胡适（委员长）、徐新六（副委员长）、刘鸿生（司库）、刘
驭万（执行干事）、何廉（研究干事）、陶履恭、刘大钧

１９４０

蒋梦麟、陈光甫、张伯苓、刘驭万、
刘大钧、吴贻芳、陶孟和、梅贻琦、
刘鸿生、钱永铭、周鲠生、陈达、钱
端升、张君劢、甘介侯

蒋梦麟（委员长）、陈光甫（副委员长）、刘鸿生（司库）、
刘驭万（执行干事）、陈达（研究干事）、梅贻琦、钱永铭

１９４４

陈光甫、蒋梦麟、张伯苓、刘大钧、
刘驭万、吴贻芳、梅贻琦、陶孟和、
蒋廷黻、何廉、胡适、陈达、王云

五、钱端升、周鲠生

蒋梦麟（委员长）、陈光甫（副委员长）、何廉（司库）、陈
达（研究主任）、刘驭万（主任干事）、梅贻琦（常务委

员）、蒋廷黻（常务委员）

１９４６
吴贻芳、王云五、梅贻琦、傅斯年、
周炳琳、张伯苓、张君劢、潘光旦

胡适（委员长）、陈光甫（副委员长）、刘世云（司库）、陶
孟和（研究干事）、刘驭万（执行干事，在假）、刘裕棠（代
理执行干事）、蒋廷黻、周鲠生

　 　 根据 Ｌｉｕ Ｙｕｗａｎ ｔｏ Ｈｕ Ｓｈｉｈ， Ｆｅｂ １５， １９３７，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档案号： Ｅ０２７５ －
００７； Ｌｉｕ Ｙｕｗａｎ ｔｏ Ｈｕ Ｓｈｉｈ， Ｓｅｐ １１， １９４１， Ｉｂｉｄ ；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案， 册名： 《太平

洋学会》， 档案号： ４１２ ／ ００３０， 影像号： １１ － ＮＡＡ － ０２６９８；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６”， 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 档案号： Ｅ０４７５ － ００１ 整理。

抗战期间，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领导层———执行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

屡经变动， 常务委员中未曾更动者惟有执行干事刘驭万。 尽管刘驭万的一些

办事方式曾招致出席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 如张忠绂、 颜惠庆等人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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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蒋梦麟致胡适函》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４ 日）， 耿云志主编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第 ２３ 册， 第

４８９ ～ ４９２ 页。 刘君指刘驭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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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体而言， 在战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 中国分会能够得以延续， 直至抗战

胜利， 与刘驭万的尽力维持密不可分。 一个事例是， １９４１ 年年底香港沦陷，
中国分会在港办事处以及刘驭万个人家庭均蒙受了巨大损失。 抵达重庆后，
刘驭万致函在美国的胡适， 谈及对于会务的打算： “如今能够为中国分会做

的事很少。 由于通讯缺乏， 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络几不可能。 不过， 我正着

手在陪都建立一个办事处空架， 仅为维系太平洋国际学会运动的延续性， 以

便战争结束后， 我们的机构能再次运转起来， 担负应有的职责。 同时， 只要

机会许可， 我们就东做一点西做一点。 今后我不再支薪， 反正也无钱可支。
将近一年以来我没领到过薪水， 我打算在别处找工作以养活自己和家人。”①

抗战期间， 主要由于刘驭万、 胡适， 以及中国分会的其他委员的坚持， 中国

分会才能够存续下来， 甚至蹒跚前行。
２ 中国分会的财政状况

作为一个民间组织， 经费支绌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所面临的最严重的

困难之一， 且相伴其历史之始终。 抗战的爆发更加重了其财政上的困境。 此

处有必要对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财政状况做一下简要介绍。
中国分会的章程对于经费问题的规定是： “ （一） 本会经费由执行委员

共同负责筹画。 （二） 本会经费年度以国历年初为开始， 由主任干事提出预

算， 经执行委员会核准后公布。”② 其唯一一项经常性收入是会员每年缴纳

的会费， 根据会章， “本会个人会员每人每年须纳会费国币十元， 于每年之

一月分交纳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之报费在内）”。③ 中国分会虽每年经手大量研究

经费， 但该项经费系专款专用， 并不能视为分会收入。
除去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每二或三年一度的会议所需费用外， 中国分会

每年的经常性支出主要包括下列几项： （１） 事务所的房租。 以 １９３４ 年为

例， 该年分会设于基督教青年会上海八仙桥会所的事务所房租为 １２００ 元。④

（２） 执行干事及其他干事的工资。 （３） 其他日常开销， 如通讯费、 印刷费

等。 （４） 每年向太平洋理事会缴纳的会费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关于 １９３３ 年前中

国及其他各国分会所承担会费情况详见下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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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Ｌｉｕ Ｙｕｗａｎ ｔｏ Ｈｕ Ｓｈｉｈ， Ｍａｒｃｈ １３， １９４２．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档案号： Ｅ０２７５ －００７．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章程》， “附录三”， 刘驭万编 《最近太平洋问题》 上卷， 第２３１ ～２３２ 页。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章程》， “附录三”， 刘驭万编 《最近太平洋问题》 上卷， 第２３１ ～２３２ 页。
赵大瀛： 《民国二十三年本会全年收支报告》， 《上海青年》 “民国二十三年度报告专号”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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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９２５ ～ １９３２ 年太平洋理事会所收到各国分会会费及 １９３３ 年会费预算表∗

单位： 美元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６ １９２７ １９２８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３

（预算）

澳大利亚 ７２３ ００ ６００ ００ ４１５ ００ ４００ ００ ６００ ００

加拿大 ４９５０ ００ ５０００ ００ ７９９０ ００ ４７７７ ７５ ７５００ ００

中国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６９５ ５７ １４６３ ４１ １２０２ ２０ ２０００ ００

英国 ４８２０ ００ ４８３０ ００ ４８６３ １３ ３５５０ ００ ５０００ ００

夏威夷 ３４０１０ ００ １３６５５ ００ ２００２５ ００ １３２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 ５５２５ 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

日本 １００００ ００ ４９１５ ００ ４８８７ ５０ ２５００ ００ ５０００ ００

新西兰 ４８２ ００ ４８３ ００ ５００ ００ ４２ １２① ５００ ００

菲律宾 ５００ ００ ５００ ００

美国（本土） １６４１７ ８６ ２０１００ ００ ５７０００ ００ ５５２７５ ００ ７６８００ ００ ４９５２５ 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００ ５４５４０ ００

　 　 ∗根据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ｐ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ｂｕｒｓ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６， １９２７， １９２８，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１ ａｎｄ １９３２；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ｕｄｇｅｔ ｆｏｒ １９３３
Ｒｅｃｅｉｐｔｓ” 一表， 见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３”， 中国社会科学院

藏胡适档案， 档名：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１ － １９３３”， 档案号： Ｅ０４２２ －
００１。 ①原文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 按照表 ２ 所载 １９３３ 年预算， 中国分会每年应向总会缴

纳会费为 ２０００ 美元， 但根据实际情况来看， 历年中国分会关于此项的预算

为 １５００ 美元。
至于筹备及出席每二或三年一度的国际会议， 则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每次会议之前， 中国分会即需要在国内召集筹备会议， 与各会员及总会进行

联络， 刊印论文和资料论文等； 而派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会议， 更需要筹备

巨额旅费。 以第一次会议为例， １１ 名代表前往檀香山， 仅路费一项即预计

需 ７２００ 美元左右； 而自 １９３３ 年起， 历次会议都在北美举行， 所需旅费金额

更大。 这对于一个缺乏经费来源的民间机构而言， 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为此， 中国分会不得不于每次会议之前向各界募集。 在此方面， 对于中国分

会来说略为有利的一个条件是， 它在酝酿之初与上海各公团建立了一定联

系； 成立后， 一直有上海银行界、 实业界精英担任司库及其他执行委员。 因

此， 中国会员出席第一、 第二届会议的经费主要来自上海各公团、 银行、 商

界， 以及个人的捐助。 第三届会议时， 因东北问题是会议的主要议题， 张学

良向中国分会提供了资助。 第四届会议在中国举行， 国民政府对此次会议给

予了大力支持。 第五届会议， 中国代表得到了周作民的金城银行和翁文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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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赞助。 第六届会议， 中国代表从财政部募得一万元的

补助。 不过， 无论来自社会团体、 银行还是政府的赞助， 都是临时性的， 对

中国分会而言， 每次会议前仍得经历一个四处求款的过程； 而另一方面， 会

前所募得旅费之结余又成为学会日常工作所仰仗的经费。 “不过学会经济来

源， 素无基金， 经常费用， 除少数会员会费外， 大部份皆系每届大会时捐募

经费， 以余款补充， 五六年来皆沿用此办法。”①

总的来看， 中国分会一直处于经费支绌的状态。 １９３１ 年前， 分会甚至

没有会所， 亦无雇员， 其工作 “都是由一班热心的人自动尽义务办的”。
１９３１ 年后， 财政状况有所改观， 但并未有根本的缓解。 抗战的爆发， 使中

国分会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１９３７ 年， 中国分会未能向总会支付会费， 至

１９３８ 年夏， 执行干事刘驭万已数月未领薪水。② 事实上， 抗战期间， 曾任总

会研究干事的霍兰德在重庆常见到刘驭万， 他发现刘同家人一直过着十分清

贫的生活。 霍兰德后来回忆说， 中国分会能够在战争中坚持下来， 甚至能够

向总会缴纳会费， 这不能不让他们这些总会的人感到惊异。 同时， 他们也隐

约感到， 中国分会大概是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赞助。③ 就这一点而言， 他们的

感觉的确是有道理的。

二　 战时国民政府的介入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向以纯粹的民间学术团体自居。 但因其所参加的国

际会议所讨论的内容与中国对外关系密切相关。 而以推动 “国民外交” 为

旗帜， 本含有充当本国政府外交政策奥援之意， 因此事实上无法脱离与官方

的联系。 特别是 １９３１ 年， 中国分会筹办学会在华举行第四届会议时， 外交部、
教育部、 铁道部、 浙江省政府， 甚至蒋介石本人都提供了大力协助。 此后，
国民政府亦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议讨论有所注意， 例如， １９３３ 年该会第五

届会议在加拿大举行时， 吴铁城曾将会议的相关情报呈报蒋介石。④ １９３０ 年

２２１

①

②

③

④

《抄刘驭万君来函》 （致翁文灏，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事委员会档

案， 全宗名： 军事委员会， 全宗号： ７６１， 案卷号 １０３。
Ｌｉｕ Ｙｕ⁃ｗａｎ ｔｏ Ｈｕ Ｓｈｉｈ， Ｊｕｌｙ ２５， １９３８，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

函日记》，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２９２ ～ ２９３ 页。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 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ｐ １１７．
见 《一般资料———呈表汇集 （三）》， 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文物， 典藏号： 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４３０ － ０１１， 入藏登录号： 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８１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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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上半期， 中国分会为筹措出席国际会议的旅费， 亦曾通过翁文灏等私人关

系向政府求援。 国民政府虽应其所求提供了一定赞助， 但不过是一种临时性

的行为。 直到 １９３５ 年的约塞米蒂会议， 国民政府并未给予该组织以特别的

重视， 亦未直接介入中国分会的活动。
抗战全面爆发后， 特别是太平洋战事打响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方

面， 战时中国分会为参加国际会议， 必须经由官方的许可和帮助， 方能获取

代表出国所需之船票、 飞机票及外汇； 另一方面， 国民政府为进行国际宣

传， 加强与美英的联络， 争取外援， 格外重视太平洋国际学会召集的国际会

议， 并介入中国分会的各项国际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太平洋国际学会

会议的性质亦发生了很大变化， 不再将在职官员排除在外， 而相关各国亦派

出政府官员出席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 蒋介石亲自过问中国代表的人选、 提

案及会议的讨论， 并由外交部秘密宣传费下拨付中国代表出席经费， 从而将

中国分会纳入官方的指导之下。
对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这样一个致力发展民间外交及对中国各项问

题进行研究的民间组织而言， 向政府寻求赞助， 乃是无奈之举； 而政府

的资助是一把双刃剑， 虽使其国际活动得以继续， 但损害了其作为民间

组织的独立性和其学术活动的学术价值。 有关这一问题， 下文仍将述及。
值得一提的是， 国民政府所提供的赞助并未使中国分会的财政问题获得

彻底解决。

第二节　 １９３９ 年的弗吉尼亚海滩会议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至 １２ 月 ２ 日，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七届会议在美国弗

吉尼亚州的弗吉尼亚海滩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Ｂｅａｃｈ） 召开。 会议举办地原定在加拿

大的维多利亚 （Ｖｉｃｏｔｒｉａ）， 但 ９ 月初， 德国入侵波兰， 欧洲战事爆发， 会议

随即决定改在美国举行。

一　 最高当局的赞助

其时， 担任中国分会会长的胡适已在美国担任驻美大使。 为筹备出席事

宜， 刘驭万在重庆与经济部长翁文灏、 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联络，
二人提出了指导意见， 对于代表人选， 翁文灏认为， “以得力为最高前提，
人数不宜太多”， 他们一同拟定了代表名单。 随后， 刘驭万赴昆明， 邀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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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国分会执行委员蒋梦麟、 梅贻琦、 陶孟和、 刘大钧、 陈达等开会， 转达

了翁、 王的意见， 讨论并通过了在重庆拟定的代表名单， 并增加了候补人

选。 ６ 月中旬， 翁文灏呈请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行政院， 对出席此次会议的中

国代表给予资助， 并将中国分会所拟 《节略》 及会议预算呈报中央。 翁文

灏的呈文提出： “查太平洋国际学会邀集有关各国热心人士聚集讨论， 以前

中国均经参加， 于国际公论颇有裨益”， 此次会议， “所需费用计共二万美

金， 拟恳由政府照拨俾资进行。”① 中国分会所呈 《节略》 称， 中国代表此

前已六度出席该学会会议， “凡属足以增高我国国际地位者， 靡不尽力宣

传”。 此次会议中国分会仍拟派员出席， “值此抗战时期， 对外宣传至为重

要， 中国分会出席大会会员自更需努力发扬我国之民族精神”。 “惟本会经

济来源素无基金， 一切费用皆于每届大会时捐募， 现以本届大会转瞬即届，
中国分会应积极筹备出席事宜， 特附具所需经费预算， 敬请察核捐拨”。 并

提出包括代表旅费及用费、 对总会应缴会费、 论文印刷费及其他杂费等共约

美金 ２ 万元的预算。② 之所以提出这样大数额的一笔预算， 刘驭万对翁文灏

解释说， “不过学会经济来源， 素无基金， 经常费用， 除少数会员会费外，
大部分皆于每届大会时捐募经费， 以余款补充， 五六年来皆沿用此办法， 以

维持会务”。 “向委座要钱以驭看来， 多是一要， 少也是一要。 要钱的机会

不可不尽量利用。 况且两万美金， 实在也不算多。 若待人数确定后， 再为呈

请拨发， 恐嫌太迟矣！”③ 蒋介石和行政院批准了翁文灏等的呈请， 行政院

发布训令： “应准参加”； “惟代表人数应减少为十人， 半数由国内派出， 半

数就驻美国及加拿大人员内调派， 经费总数额减为美金一万五千元， 由秘密

宣传费内支拨”。④

十名代表最终确定为颜惠庆、 胡适、 钱端升、 周鲠生、 陈光甫、 李国

钦、 张彭春、 陈其田、 戴儒鎏、 温源宁。 另由刘驭万担任秘书。 此外， 后来

当会议召开时， 在美国的冀朝鼎也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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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行政院训令吕字 ７０４６ 号，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见 《各项国际团体》 之八 《太平洋国际学

会》，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 档案号： ６３１ ９ ／ ０００３。
《节略》， 见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关于中国太平洋学会节略和该会第七届会议中国

代表团之经费、 人选》， 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事委员会档案， 全宗号： ７６１， 案卷号： １０３。
《抄刘驭万君来函》， 见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关于中国太平洋学会节略和该会第七届会

议中国代表团之经费、 人选》， 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事委员会档案， 全宗号： ７６１， 案卷号： １０３。
行政院训令吕字 ７０４６ 号，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见 《各项国际团体》 之八 《太平洋国际学

会》，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 档案号： ６３１ ９ ／ 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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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有：
冀朝鼎： 《中国战时经济的发展》
钱端升： 《中国国家统一： 政治与管理方面》
周鲠生和郭斌佳： 《１９３１ 年以来的中日关系》
林维英： 《外国在华商业与投资之未来》①

中国代表团由颜惠庆率领。 据说最初考虑代表团团长时， 王世杰曾主张

由蒋梦麟担任， 蒋梦麟表示如没有人去， 自己可以担任； 若有适当人选， 还

是别人去较妥。 刘驭万、 王世杰随后商定由颜惠庆担任团长。② 颜氏恰值所

主持的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工作告一段落， “很乐意接受此项任务， 为国尽

点绵薄之力”。③

几位主要代表此行赴美， 于出席会议之外， 更负有重要的国民外交使

命。 钱端升、 周鲠生出发前赶赴重庆， 受到蒋介石接见， 蒋介石叮嘱他们留

美半年， “相机协助外交活动”。④ 二人在美从事国民外交活动的目标是， 中

央希美方予我三种助力： 第一， 望美劝英法不与日妥协； 第二， 借款； 第

三， 禁运。⑤

颜惠庆抵达美国后即有传言称他将接任驻美大使。 事实上， 颜惠庆在其

回忆录中提到， 他抵达美国之初接到蒋介石的电报， 要他担任外交部长。 他

猜想蒋氏或许打算对政府人事作些调整； 或许想让他乘访美之机向美国政府

争取援助。 但颜氏不愿接受此职， 故意拖延未作答复。⑥ 不过会议结束后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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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ｈａｏ⁃ｔｉｎｇ Ｃｈｉ，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Ｅｃｏｍｏｎ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９） ．

Ｃｈｉｅｎ Ｔ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ｍ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Ｋｏｗｌｏｏ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９） ．

Ｓ Ｒ Ｃｈｏｗ ａｎｄ Ｐ Ｃ Ｋｕ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Ｊａｐａｎ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３１ （Ｋｏｗｌｏｏ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９） ．

Ｗ Ｙ Ｌ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ｏｗｌｏｏ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３９） ．
《蒋梦麟致胡适函》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４ 日），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第 ２３ 册， 第 ４９１ 页。
《颜惠庆自传》， 第 ３０４ 页。
《王世杰日记》 （手稿本） 第 ２ 册，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１９９０，
第 １６０ 页。
《钱端升致王世杰函》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 ８ 日）。 任骏选辑 《周鲠生等为汇报美国外交走向事致

王世杰函》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 ～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民国档案》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颜惠庆自传》， 第 ３１２ ～ ３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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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庆电复蒋介石， 告知自己将留在美国直到次年春天以后， 并要求拨给宣传

经费。 蒋氏应允， 支持宣传工作。①

二　 欧战的影响

回过头来再看颜惠庆赴美旅途中的经历。 颜氏等乘船由香港出发， 取

道欧洲前往北美， 途中遭遇欧战爆发， 不得不走走停停， 不久后， 他们接

到学会总干事卡特的通知： 会议改在美国举行。 欧战给中国代表带来一个

更严重的问题， 他们从香港开出的英镑信用证因英镑对美元大幅贬值而损

失惨重。② 途中的另一件事也值得一记， 颜惠庆刚抵达印度， 即接到卡特

的电报， 要他去拜访尼赫鲁 （ Ｊａｖａｈａｒａｌ Ｎｅｈｒｕ）。 卡特一战前曾担任印度基

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对印度十分同情和关注； 鉴于中印两国缺乏相互了

解， 他极力主张两国接近， 据说， 是他促成了 １９３９ 年尼赫鲁访问中国。③

颜惠庆会见尼赫鲁时， 尼赫鲁刚成功结束对战时中国的访问， 回到印度。
通过与尼赫鲁等人的交谈， 颜惠庆感到， 印度方面对于中国抗战持同情态

度。
抵达美国后， 中国代表于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１ 月 １９ 日两度召集会议， 讨论

本团议程、 原则及分工等问题。 周鲠生、 钱端升还向颜惠庆等转述了重庆方

面有关中日、 中美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立场， 即坚决抗战， 不对日谋求和

平， 争取美援。 根据颜惠庆的日记， “周和钱转告了继续抵抗的决定， 还谈

了军事实力”。④ 而周鲠生则向王世杰汇报说： “到纽约之次日， 即同端升、
适之与颜骏人先生会谈， 当时将介公意思向颜转述， 颜似对中央趋向平和之

印象较深， 而对弟所述中央不在谋平和而在求美国援助之说稍惊诧， 其与致

卢函之意思有出入。 弟同端升当时即为解释， 原函系七月中所发， 而现时之

情势已有变动， 着重之点容或有不同， 而精神则一也。 当日， 弟并将自己在

重庆各方所得到抗战坚定之印象及介公历次所发表之主张向胡、 颜叙述， 渠

等亦甚欲知道国内近情， 端升及弟所言自可供渠等参考。”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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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惠庆日记，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５ 日。 颜惠庆： 《颜惠庆日记》 第 ３ 卷， 第 ２５０ 页。
《颜惠庆自传》， 第 ３０６ 页。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 ９９ － １００．
颜惠庆日记，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颜惠庆日记》 第 ３ 卷， 第 ２４１ 页。
《周鲠生致王世杰函》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周鲠生等为汇报美国外交走向事致王世杰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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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月 ２２ 日， 弗吉尼亚海滩会议开幕。 此次会议与从前相比， 缺少了数

国代表。 日本分会此次未参加会议， 主要原因在于 １９３８ 年太平洋学会的国

际秘书处制定了一项名为 “调查” （Ｉｎｑｕｉｒｙ） 的研究计划， 旨在对日本侵华

之后果展开一系列调查研究， 而这一研究项目旋即遭到日本分会的反对， 日

方最终决定推出自己的研究计划与之对抗， 并对此次会议抱消极态度； 加之

后来欧洲战争开始， 作为德国盟友的日本， 亦不便参加会议。 自此， 日本分

会在事实上退出了太平洋国际学会。 欧洲国家分会则受到欧战的影响。 荷兰

代表因战时海上交通阻断未能参加会议； 战时英、 法两国分会有不少会员进

入外交、 情报、 军队等部门服务， 仅有几位观察员参加会议。 出席此次会议

的只有来自美国、 加拿大、 中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菲律宾的代表， 其中

以美国代表人数最多。 钱端升因此向王世杰汇报说， “此次会议实无重要可

言”。① 由于未达到法定人数， 本届会议以 “研究会议”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ｅｔｉｎｇ） 为

名， 以区别于通常的 “大会”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三　 弗吉尼亚海滩会议有关中日战争的讨论

此次会议的总主题是 “欧洲战争对远东的影响”。 受欧洲战争爆发的

影响， 太平洋国际学会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以欧洲作为关注点。② 会议有四

个圆桌会议， 分别为： （１） 日本的处境与政策； （２） 中国的处境与政策；
（３） 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地位与政策； （４） 调整的方法。 会议的重心在于考

察中日战争的现状， 探讨其解决方式。
１ 日本的处境与政策

有关日本问题的圆桌会议虽然缺乏日本代表参加， 但也有一些西方代表

对日方观点做过认真研究， 并在会上代为做详尽的申述和答辩。 在颜惠庆看

来， 这些西方代表不无亲日倾向， “他们即使不完全赞同日本， 至少也表达

了对日本持谅解和袒护态度的第三者的意见”。③ 中国代表则鉴于日方缺席

会议， 在讨论中日问题时， “出于礼貌， 不得不控制自己的声调和有关内

容， 更多地讲述中国自身的情况， 避免指责对方”。 颜惠庆认为， 既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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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钱端升致王世杰函》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周鲠生等为汇报美国外交走向事致王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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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惠庆自传》， 第 ３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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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的正义性已为各国与会代表所认同， 因此没必要再把精力放在控诉日本

上。①

会议首先讨论了日本大陆政策的目的。 对于这一问题， 与会者的意见一

致， 即认为日本对华政策是以政治目的为主， 经济目的次之。 日本固然企图

使中国成为其原料产地和产品消费地， 但其更大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有效

的霸权。 在中国建立霸权后， 再向亚洲各地扩展。 在政治方面， 日本的政策

是要使中国成为弱国， 但又不至于完全解体； 在经济方面， 其政策是要使中

国成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消费地， 决不允许中国在工业上与日本竞争。②

中国代表强调经济问题亦是政治性的， 并认为日本的政治、 军事目的高

于经济目的。 中国代表提出， 中国并不妨害日本的合法权利。 日本政府若放

弃征服中国的政策， 它要与中国进行保障其合法权利的谈判并不困难， 中国

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给予日本以通商的机会。③

会议考察了日本占领中国东北、 华北后所推行政策的成败。 其结论是，
日本并未取得利益和当地人民的好感， 亦未能建立一种健全的政治基础， 以

为其 “东亚新秩序” 张本。
既然与会者均认为中日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 而非经济

问题， 那么， 如何解决此问题？ 有几位代表主张推翻日本的统治阶级， 废除

军人的特殊地位， 然后设法满足日本若干的合理要求。
２ 中国的处境与政策

会议讨论了中国的战况、 西部各省的工业发展、 外债等问题。 颜惠庆就

对日作战期间和战争结束后中国的统一问题发表了演说。④

与会者一致认为， 中国的统一与强盛， 关系到远东的和平与安定。 各国

代表在事实上均承认中国即将成为一个近代国家， 不能再按照从前的眼光，
将其视为依附于他国而不能自立。 一些代表主张， 中国对日战争结束后， 各

主要国家应制定一项国际合作计划， 援助积弱的中国进行建设。 同时， 他们

亦都认同， 此种 “国际援助” 就其概念而言已不再如 １９ 世纪那样具有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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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惠庆自传》， 第 ３１４ 页。
见 《本届太平洋学会全体代表大会讨论之中日问题》， 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编译， 台北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 档案号： 特 ２３ ／ ３ ６。 本文系根据大会秘书处的会议记录编

译。
颜惠庆日记，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颜惠庆日记》 第 ３ 卷， 第 ２４７ 页； 《本届太平洋学会全

体代表大会讨论之中日问题》。
颜惠庆日记，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同上书， 第 ２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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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制的意味， 不能以损害中国权利为代价。
关于中日问题的讨论， 钱端升向王世杰汇报说， 西方代表， 特别是美国

代表， 大多对华表示同情及赞助， 但此次会议只不过是交换意见的机会， 并

无具体之决议。①

３ 西方各国在远东的地位与政策

通过前两个圆桌会议的讨论， 会议还得出一个结论， 即： 在战争中，
中、 日任何一方皆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日本既不能切实巩固其在占领区

之地位； 中国亦无将日军逐出国土的能力。 因此当前的形势已呈持久对峙、
胜负难分的胶着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西方各国便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会者都认为， 从目前英国自身的处境来看， 它不会在远东问题上扮演

重要角色。 英、 法都尽可能回避战争的风险。 至于英帝国之各自治领， 如澳

大利亚、 加拿大， 在远东政策上， 其主张又与英国有所不同。 有英国代表建

议， 在远东问题上， 英、 法两国应给美国开一张空白支票， 任其填写， 即：
让美国在下列三种政策中择定一项， 英法则愿追随美国。 三个政策是： 一、
从远东撤退； 二、 援助中国； 三、 斡旋一个中日妥协的和平。 这就意味着完

全推翻 《九国公约》 的原则， 或对其进行根本的修正。 不过， 与会者都明

了， 除非美国首先表明支持某项政策的决心， 否则英法决不会冒险去追随。
而与会者大多认为， 美国不可能表明此种决心。

其一， 美国对日政策是会议中最受关注的问题。 与会者一致认为， 美国

的远东政策深受美国民意之影响。 会议对美国的民意进行了分析， 其中提到

的一点是： ９５％的美国人赞成用战争以外的任何方法援助中国； 但同时也有

９５％美国人不赞成采取足以招致战争的政策。
会议又评估了西方各国若采取措施以促使中日结束战争， 各项措施将产

生的后果。 其中， 一种意见认为， 推翻当今的日本政府以铲除其侵略政策之

根源的做法不会产生实际效果。 因为在日本， 无法靠改变政府以改变政策。
其二， 关于美国对日实行禁运问题。 一些代表认为， 假若禁运实现， 会

导致如下可能后果： 首先， 日本对华宣战， 在海上截夺别国运赴中国的物

资。 其次， 日本或者进攻荷属东印度， 或者倒入苏俄的怀抱， 不过很多代表

对这后一种假定提出了质疑。 再次， 美国的禁运虽与国联的经济制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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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鲠生致王世杰函》 （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１２ 月 １３ 日）， 《周鲠生等为汇报美国外交走向

事致王世杰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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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含有经济制裁的性质， 或许其施行亦将付出战争的代价。
对日禁运问题是中国代表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周鲠生向王世杰报告

说， 美国代表极端同情中国， 但不愿美国卷入战争旋涡， 因此对禁运问题表

现得很踌躇。 他还分析了美国国内， 包括政界、 学界， 对于中日战争及禁运

问题所持观点的差异： “从各方面观察， 美国现在对于中日问题之主张可分

为下之数派： （一） 白宫国务院及一派国际主义者或特别对华同情者， 倾向

于商约失效后由国会实行通过 Ｅｍｂａｒｇｏ （注： 禁运） 案； （二） 折衷派要避免

引起美日战争， 主张不由国会通过 Ｅｍｂａｒｇｏ， 而另用法律以外之方法实行对日

排货或禁运， 如所谓 ‘Ｍｏｒａｌ Ｅｍｂａｒｇｏ’ 或保护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ｃｅｓ’ 之名义；
（三） 孤立派主张美国从远东政治上退出， 专顾经济商业利益， 速与日本订立

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之商约， 而不管中日之争执。 耶鲁大学教授 Ｇｒｉｓｗｏｌｄ 即代表

此派……如 Ｇｒｉｓｗｏｌｄ 之说虽属极端， 不见得为多数人所赞同， 但 （二） 派意

见则似很有势力， 因为美国人一般惧战心理甚强， 总怕因采行经济制裁而引

起对日战祸。 太平洋学会开会时， 会中美国代表改变表现此心理， 而主席之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 Ｊｅｓｓｕｐ 氏有该大学校长候补人之呼声者， 尤为此派

之代表。 上星期六在 ‘外交政策协会’ 演说席上 （适之为演说之主客） Ｊｅｓｓｕｐ
即公然断言， 美国不能接受使美国卷入战争之义务， 故不能采行对日 Ｅｍｂａｒｇｏ
案， 其实 Ｊｅｓｓｕｐ 亦对中国表同情而于我们表示友谊之人， 当时在座之中国人

及对中国事热心之美国人士均闻其说而大失望， 然亦无可如何， 美国怕战心

理之事实实不可否认也。”① Ｊｅｓｓｕｐ， 即杰塞普 （Ｐｈｉｌｉｐ Ｃ Ｊｅｓｓｕｐ）， 哥伦比亚

大学国际法教授， 时任美国分会会长， 后曾担任学会会长。
其三， 关于苏联在解决中日冲突中所起的作用问题。 围绕这一问题， 一

些中国代表与美国代表发生了争论。 一些美国代表提出， 苏联的援助对中国

的未来十分重要。 但一些中国代表鉴于近来因苏联入侵芬兰， 而在美国舆论

界引起反苏情绪， 因而有意淡化苏联援助的作用， 而前述美国代表则对中国

代表的此种表示不以为然。②

４ 远东调整的可能性

会议还探讨了远东争端持久和平解决的可能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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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周鲠生致王世杰函》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周鲠生等为汇报美国外交走向事致王世杰

函》。
《太平洋学会我国出席代表刘驭万报告书》， 《本届太平洋学会全体代表大会讨论之中日问

题》，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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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首先考察了中日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 对此问题， 分析了中日

战争的各种可能结果 （包括日本能够取得完全的军事胜利， 中国能取得完

全的军事胜利， 中日两国都不能得到完全胜利而由他国出面干涉） 与实现

和平解决之间的关系。
其次， 会议讨论了以何种方法使中日两国能够进行谈判。 中国代表提

出， 美国若能利用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 《日美通商航海条约》 宣告结束之机， 向

日本施加有力的禁运压力， 即可以在最近的将来得到上述结果， 这种意见

亦得到其他国家代表的赞同。 对于美国舆论是否愿意拥护对日禁运问题，
各代表的看法不一致。 至于禁运是否会引发战争这个问题， 美国代表之

间， 意见亦互相歧异， 但大多数人认为美国如实行禁运， 则日本不得不同

意谈判。 尽管有一些代表认为美国就其自身利益和道义而言， 都应援助中

国， 但没有人相信美国会因此而同日本作战。 也有人提出， 中日两国照这

样打下去， 到双方都精疲力竭之时， 或许也有和平谈判的可能。 但中国代

表提出， 中国决不能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 与会者均认为中国决不能自动

地单独造成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 换言之， 日本及第三国实居于和平谈判

的主动地位。
关于促使谈判获得最大成功的方法， 与会者均认为是以召集多边会议

的形式。 至于多边会议的构成则有不同意见， 有人主张召集一个以苏联为

首的多边会议， 或由苏联联合德国召集； 但也有人提出， 由美、 英、 法三

国召集会议的可能性更大， 许多代表都认为， 唯有后一种形式方可实现长

期和平。
会议还衡量了远东问题的局部解决和世界大战总体解决之间的关系。 有

人主张欧洲战争之解决应先于中日战争， 也有人主张远东问题之解决应先于

欧洲问题。 此问题又涉及中日战争与欧洲战争是否同属于一场世界大战问

题。 与会者认为假如能有一个适用于全世界的总体解决， 自然再好不过， 但

远东问题有其独特之处， 须作局部的解决。
再次， 关于持久和平解决的要素， 即谈判中应注意的要素问题， 与会者

大都认为任何和平解决的方法皆须同时顾及中日两国的未来。 也有个别西方

代表提及， 中日实现和平后， 两国的发展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的可能性。 与

会者认为， 和平解决之实现， 必须为日本将来的经济命运做一个安排。 至

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很多代表认为， 其在各方面均有很大的发展机

会。 会议也讨论了对华投资问题。 会议亦明确以下原则： 解决中日纠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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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 各国不能因袭以往向中国勒索利益的故伎； 保障日本及其他各国对

华商业投资； 若大部分政治及财政控制权掌握在中方手中， 则中日两国依

照特别规定共同经营实业即有可能； 西方各国应准备取消各项对华不平等

条约。
最后， 关于远东持久和平解决的条约机制问题。 对此问题， 与会者对华

盛顿会议的弊端进行了剖析。 至于如何设立机构以实行条约规定， 有代表提

出， 国联已不再是一个可靠的机制了， 也有人提出， 华盛顿条约的弱点即在

于没有执行机构， 因而， 有人主张订立有关太平洋问题的新条约时， 除规定

各国互相咨询之外， 应设立一个永久的秘书处， 专负责经济及其他技术性的

事务。①

三　 会议在中国引发的反响

当会议结束后， 香港 《南华早报》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 援引 １２
月 ５ 日美国合众社一则有关会议的新闻称： “关于满洲， 中国代表团代表声

明， 国联会议曾通过李顿调查团报告书： 中国于满洲建议， 仍可接受作为交

涉之基础。” “中国代表坚持任何解决， 必须在 《九国公约》 范围内， 且必

须符合中国领土之完整， 或至少长城以南十八省之领土完整。” 此消息迅即

在中国国内引发了争议。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君劢等， 就报道所载中国代表有关

东北问题的声明， 向外交部提出质询。 同时， 因中国代表中颜惠庆、 钱端

升、 周鲠生、 张彭春、 陈光甫等本为参政员， 复向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询问是

否属实， 并转请议长向钱、 周二人询问。 二人自美国复电称： “并无此事，
余容面谈。” 但张君劢等复以中国代表及国民政府对此报道并未予以更正，
“未免是非混淆， 启人忧疑” 为由， 呈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 呼

吁予以驳斥， 称 “同人等以兹事体大， 所关非细， 拟请我政府除迅电该代

表团速向该社该报要求更正外， 并由我政府负责人利用发言机会明白声述否

认， 此外， 或在报纸着论驳斥或借广播纠正闻听， 庶国土主权不致因言语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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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洋学会第四次会议讨论结束时杰苏普博士之结论报告》， 《本届太平洋学会全体代表

大会讨论之中日问题》； Ｋａｔｅ Ｌ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ａｎｄ Ｗ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ｅｄｓ ，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Ｂｅａｃｈ，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 １９３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０）， ｐｐ １０６ －
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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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而蒙重大之损失为幸也”。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密函中央宣传部查核。①

这个消息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与愤慨。 例如， 辽吉黑热旅渝同乡会上呈国民党

中央， 请求纠正中国代表措辞之失当。 ２ 月， 时已改任宣传部长的王世杰回

复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称， 接到钱端升回复的私函， “据彼所知， 太平洋

学会报告中所云 《九国公约》 至少应适用于十八行省一语， 系太平洋学会

开会时主席美国代表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Ｊｅｓｓｕｐ 个人之意见。 中国代表无作此种表示

者， 后中国代表并已向该会声明否认， 并请其将报告中主席个人之意见删除

云云。 查此项言论既非中国代表所发， 且已经中国代表向该会纠正， 则中国

代表团初无若何不合之处， 应相应函复， 即希查照转知为荷！”② 函中 “系
太平洋学会开会时主席美国代表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Ｊｅｓｓｕｐ 个人之意见” 一语， 指的

是美国合众社的报道， 出自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杰塞普对圆桌会议所

做的综述。 中国代表直到会议结束后才看到此综述。 颜惠庆、 刘驭万致函

学会总干事卡特等人， 要求对会议报告进行修正。 同时， 中国分会将从大

会秘书处取得的会议记录， 交给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进行编译， 送交中

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等处。 ２ 月下旬，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认为， “查此

事社会似已冷淡， 似可不再报究”。 ３ 月， 颜惠庆收到卡特电话， 刘驭万收

到卡特复函， 应允将来会议报告正式出版时进行更正。 直到 ４ 月间， 此事

方告平息。
但这场风波仍对中国分会及与会代表造成了一定影响。 一年后蒋梦麟在

致胡适的一封信中， 谈到颜惠庆此次会议后的遭遇， “会后因某种误会， 渝

中对颜空气颇恶劣， 参政会中且有责问。 故俊人先生返国后， 径留香港， 既

不敢回沪， 又不愿飞渝， 终于沦陷敌手， 其境遇殊可怜”。③ 当然， 这只是

蒋梦麟个人的认识。
至于颜惠庆本人， 他在香港期间， 开始撰写自传中有关弗吉尼亚海滩会

议部分。 在他的回忆中， 他参加此次会议大体上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颜惠庆可谓久经沙场的外交界老手， 参加过各种重大国际会议，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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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呼吁各方驳斥太平洋学会我代表团关于满洲声明之经过类别》，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特种档案， 档案号： 特 ２３ ／ ３ ７。
《本届太平洋学会全体代表大会讨论之中日问题》。 Ｐｈｉｌｉｐ Ｃ Ｊｅｓｓｕｐ， 杰塞普， 哥伦比亚大学

国际法教授， 时任美国分会主席， 后曾担任学会主席。
《蒋梦麟致胡适函》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４ 日）。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第 ２３ 册， 第 ４８９ ～ ４９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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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仍令其耳目一新： “我第一次出席这种非官方的会议。
会议组织安排的周到顺畅， 秘书处成员的精干练达， 研究人员的认真精神及

其所取得的学术性成果， 以及会议程序的严格掌握等， 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① 另一方面， 他对这种非官方学术会议只注重陈述各种相互歧异的

观点而不做结论的方式并不赞成， 认为太过学究气， 而缺乏实际效用：
“的确， 出席会议的代表中， 有很多是太平洋问题各个领域的专家， 从学

术角度来看， 讨论确实达到很高的水平。 但是， 他们不过是提出一些类似

教条的意见， 而这些意见对于复杂多变的外交谈判和处理尖锐的国际冲突

并无实际意义。 有时候， 就某一问题进行讨论是为了得出结论， 但往往由

于争议太多， 结果使人只见一棵棵 ‘树’， 而很难发现 ‘森林’。”② 不过，
总体而言， 他认为太平洋国际学会有其价值： “太平洋国际学会所收集的关

于太平洋问题的大量资料和所表述的观点， 是极有价值的， 该会对某些问题

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解决方案。 对于未来的世界政治家和

外交家们来说， 他们通过参加大会， 不仅可以从讨论中获得有益于实际工作

的启示， 而且可以应用专家和研究工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 以作施政和交涉

的根据。”③

第三节　 １９４２ 年的蒙特朗布朗会议

一　 太平洋战争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影响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国的参战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及

其美国分会， 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为在当时的美国尚属少见的且已具声

望的亚洲太平洋问题研究机构， 太平洋国际学会成为美国政府及军事部门

有关东亚问题的可靠知识来源之一， 二者向学会订购了大量相关问题的出

版物， 特别是通俗出版物。 同时， 有不少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及工作人员

加入政府或军事部门， 其中一些人被派往中国等地从事外交、 情报等方面

的工作。 还有很多会员参加了民间的援华工作， 如学会总干事卡特担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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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颜惠庆自传》， 第 ３１３ ～ ３１４ 页。
《颜惠庆自传》， 第 ３１４ 页。
《颜惠庆自传》， 第 ３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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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合援华会 （Ｕｎｉｔｅｄ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ｉｅｆ） 的负责人之一， 研究干事霍兰德也是

该组织成员。 二人战时曾数次访华， 卡特因其援华活动获得了国民政府的

授勋。 原籍新西兰的霍兰德 １９４５ 年年初入籍美国， 随即被派往重庆担任

美国战争情报办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Ｗａ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ＷＩ） 的负责人， 抗战胜

利后， 他返回美国， 接替其职位的是另一位学会会员费正 清 （ Ｊｏｈｎ
Ｋ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太平洋战争极大影响了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的面貌。 第八届会议议定于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在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朗布朗 （Ｍｏｎｔ Ｔｒｅｍｂｌａｎｔ） 举行。 此次

会议是学会在珍珠港事件后所举行的第一次会议， 其主题为 “太平洋的战

争与和平”， 会议讨论的中心内容包括： 太平洋战场的战略问题、 战后处置

日本问题， 以及建立国际和平机构问题等。 这次会议召开时， 学会各成员国

都已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会议对于出席者的身份不再限于非官方代表， 而

是汇聚了相关各国大批政府官员。 事实上， 其中不少人原本是学会会员， 只

不过因战争加入各自的政府或军队服务， 成为高级幕僚。 当然， 这些人员仍

是以私人身份出席蒙特朗布朗会议， 但这仍或多或少使此次会议蒙上了一层

官方外交的色彩。①

二　 《说帖———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代表团之指导方针》

珍珠港事变前后， 中国分会也发生了若干变化。 １９４０ 年， 蒋梦麟继胡

适之后担任会长， 次年年底， 香港失陷， 中国分会事务所辗转迁往重庆。 蒋

梦麟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记述他接任会长后中国分会的一系列遭遇， “其后

筹措经费， 以战事关系， 颇不易， 且港币价格日高， 万元之积不过二千， 故

屡向复初、 雪艇、 光甫、 咏霓求恤。 至香港沦陷， 遣散人员， 及以前遣运书

籍及刘君家眷入渝， 总费超出七万元。 故复向庸之、 子文乞钱”。 在这种困

难情况下， 中国分会开始筹备参加学会第八届会议， 蒋梦麟等将会议的消息

报告给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对此次会议表现出空前的重视。 太平洋战争打响后的两年

间， 中国的国际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中国与美、 英、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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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ｉ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Ｍｏｎｔ Ｔｒｅｍｂｌａｎｔ， Ｑｕｅｂｅｃ，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４ － １４， １９４２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３）， ｐｐ ｖ， ｖｉ．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 （１９２５ ～ １９４５）

等国一道签署了 《联合国家宣言》， 其后， 中国战区建立， 美国加大对华

经济、 军事援助。 １９４２ 年， 盟军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失利， 缅甸的失守使

中国对外交通变得异常困难。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 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

吉尔签署了 《大西洋宪章》， 次年双十节前后， 美国与英国向中国表示愿

意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及有关特权， 中国与美英两国展开签订平等新约的

谈判。 蒙特朗布朗会议举行之际， 恰值中英、 中美谈判进入最后的关键阶

段。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国民政府对即将召集的这次会议非常关注， 认

为， “本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开会， 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一次集会， 故于

中国关系特大”。① 国民政府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了解美、 英等盟国政策动向

以及社会舆情， 对外宣传中国的各项主张， 包括对战后亚洲太平洋区域国际

新秩序的看法， 同时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学会所举行

的两次会议上， 中国代表不再如从前那样只关注于本国问题， 而更多参与亚

太地区国际事务， 如建立国际和平机构， 处置日本、 印度及东南亚殖民地独

立等问题的讨论， 这自然是受此时期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之影响， 也与政府的

参与有关。
出席 １９４２ 年会议的中方代表团团长最初确定由蒋梦麟、 国防最高委员

会秘书长王宠惠、 蒋廷黻三人之中选择其一， 但三人皆因事不能成行， 最终

确定由施肇基担任。 其余代表包括周鲠生、 朱世明、 方显廷、 夏晋麟、 徐淑

希、 李干、 李国钦等， 共计 １０ 人。 中国代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包括胡适的

《关于战后亚洲的两篇论文》、 方显廷等的 《中国经济重建问题》、 周鲠生的

《太平洋的永久秩序》。②

国民政府特制定了 《说帖》 （ 《说帖———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代表团之

指导方针》）， 以作为对中国代表的指示， 蒋介石亲自对 《说帖》 做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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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说帖———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代表团之指导方针》，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

案， 册名： 《太平洋学会》， 档案号： ４１２ ／ ００３０， 影像号： １１ － ＮＡＡ － ０２６９８； 《各国政情

（二）》 （１９３５ ／ １２ ／ ２８ － １９４５ ／ ３ ／ ７），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文物， 典藏号： ００２ － ０８０１０７ －
００００２ － ００６， 入藏登录号： 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３０５Ａ。
Ｈｕ Ｓｈｉｈ， Ｔｗｏ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Ａｓ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２） ．

Ｈ Ｄ Ｆｏｎｇ， Ｋ Ｙ Ｙｉｎ， ａｎｄ Ｔｓｏ⁃Ｆａｎ Ｋｏ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２）．

Ｓ Ｒ Ｃｈｏｗ， Ａ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Ｏｒｄ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２）．

主要依据 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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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订。 《说帖》 一方面提出， “各国代表团中虽有不少在各国政府中居重

要位置者， 然在我方仍应谨守以非官方代表发言及不拘束政府之惯例”。 同

时又指出， “但为便利该团之工作起见， 特列举指导原则数则于后， 俾该代

表团其他代表于会议中知所遵循”。① 对中国代表的各项指导原则包括如下

方面：
一般原则： 一、 以联合国家全体签字之 《大西洋宪章》 各原则为依据；

二、 战后和平机构之建立应以现实观念为基础， 并应着重于采取有效方法使

国际机构能遵守法律、 维持秩序； 三、 远东经济之重建应以美国租借协定之

精神与原则为圭臬， 中国欢迎私人投资， 惟此种投资应以与中国合作为基础

而谋实业之发展； 四、 中国不欲在亚洲谋求领导地位。
在各实际问题上： 一、 对日问题解决之条件应包括： 收复东三省 （包

括旅顺、 大连） 及其他被占领土地， 归还台湾、 琉球及澎湖列岛， 朝鲜独

立， 裁减军备并筹划监督其实施， 惩处在南京及中国各地残暴作恶之日本

人， 赔偿对中国人财产所加之损伤， 发还被没收及运至日本或他处之财产

等； 二、 关于香港问题， “我方以避免提及为宜， 如有他国代表团提出而向

我征询意见时， 只说中国自然欢迎盟友以友好姿态归还”； 三、 对于东南亚

及西南太平洋各殖民地与委任统治地问题， 应避免主动提及； 四、 关于越南

问题， 应唤起会中注意， 越南乃法国用武力与诈取手段所侵占之中国领土，
我方主张应予越南以独立自由； 五、 对于中美关系， 提出作坦白之讨论， 可

指出美国对华人入境之种种限制乃破坏 《大西洋宪章》 之基本原则； 六、
关于中英关系， “如系由英国以外之其他代表团提出， 宜采缄默态度， 但可

作一普通之声明， 谓两国邦交并不十分愉快， 须加以改善， 让英方先说明其

理由； 如系英方先提出此问题， 则将我方意见为坦白与客观之说明， 但勿表

现苛责或故作讥刺之言词， 可郑重声言， 此种不愉快之状况， 乃由于许多意

外事故相积之结果……至于印度问题， 以不涉及细节为上策……该代表团可

郑重声明中国极愿与英国不仅于战争中合作， 并愿从事战后复兴工作之合

作， 但在英国未先建议一定解决办法以消除各种困难以前， 不必提出具体方

案”； 七、 关于中苏关系， 可声称一向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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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 册名： 《太平洋学会》， 档案号： ４１２ ／ ００３０， 影像

号： １１ － ＮＡＡ －０２６９８； 《各国政情 （二）》 （１９３５ ／ １２ ／ ２８ － １９４５ ／ ３ ／ ７）， 台北 “国史馆” 藏

蒋中正文物， 典藏号： ００２ － ０８０１０７ － ００００２ － ００６， 入藏登录号： 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３０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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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之几个特殊问题： 一、 政府民主化在逐渐推进中； 二、 中

共问题， 并不如外界所传那样严重， 国民政府对中共采取宽容政策， 目

的在维持统一， 不破坏国家之军令与政令； 三、 物价飞涨， 系由内外两

方面因素造成， 目下正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应对； 四、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

问题， 工合已有一定成就， 令人遗憾的是该会曾带上政治色彩， 今后应

加避免。
《说帖》 反映出国民政府希望会议着重讨论的各项问题 （如收回中国被

占领土及各项主权问题、 战后处置日本问题、 建立国际机构问题、 华侨待遇

问题等）， 以及不愿会议涉及的问题 （如以香港问题为中心的中英关系、 包

括国共关系在内的各项中国内政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国民政府一方

面希望中国代表能紧密配合政府外交， 扩大对外宣传； 另一方面， 又警惕其

言论干扰进行中的官方外交谈判。

三　 会议之经过

１２ 月 ４ 日， 太平洋学会第八届会议在蒙特朗布朗开幕。 各国分会， 尤

其是英、 美两国均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 英国代表团由曾任英属印度旁

遮普邦、 联合省总督的海雷勋爵 （Ｌｏｒｄ Ｈａｉｌｅｙ） 担任团长； 美国代表团由太

平洋学会会长杰塞普为首， 其成员还包括总统行政助理居里 （ Ｌａｕｃｈｌｉｎ
Ｃｕｒｒｉｅ）、 国务院特别顾问霍恩贝克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ｏｒｎｂｅｃｋ）、 曾任亚洲舰队司令

的退休海军上将颜露尔 （Ｈａｒｒｙ Ｅ Ｙａｒｎｅｌｌ） 等。 出席会议的还有来自中国、
自由法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荷兰、 新西兰、 菲律宾、 印度等国的代表

团， 自由泰和朝鲜也各有一名代表参加。 其中， 印度代表团是首次出席会

议， 不过其成员中并没有国大党方面的人员； 朝鲜代表则是自 １９２７ 年后首

次独立出席学会会议。 与以往有所不同， 此次各国代表几乎都是乘飞机前

往， 这固然与战时的交通状况有关， 但再次从侧面反映出各国政府对会议的

重视。 由于此次会议讨论涉及许多关键问题， 根据与会的加拿大外交次长建

议， 会议决定采取秘密的形式， 不接受记者采访， 也不再像往届那样每日对

外发布公报， 各国代表之发言亦不得对外发布。 不过， 施肇基等通过电报形

式将会议情形详细报告于外交部部长宋子文， 宋子文又呈送军事委员会委员

长侍从室， 蒋介石又令将各报告转送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 军事委

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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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上， 由各国代表团团长致辞， 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中、 英两国代

表的发言。 施肇基演讲 《中国对于战后世界的见解》。① 他遵照前述 《说
帖》 的指示， 首先陈述中国对撤废加于其主权上的一切限制， 收回被武力

及武力威吓所掠夺的领土之决心。 继而表明中国希望建立一个有充分权力的

国际机构， 以维持世界和平与正义。 他还暗示中国欢迎外国投资与援助， 惟

此种投资与援助不能附有政治条件。 他呼吁改善中国人在外国居住、 经商、
旅行所受之待遇。 对于施肇基所提出的中国的各项要求， 与会者大多认为正

当合理， 应予以同情之赞助。 英国的海雷勋爵发言强调， 纷争地区的一切解

决方案， 应以集体安全与经济及社会之进步为主要依据， 而以中间权力为监

督机关。 关于中国问题， 他提出日本应退出东三省及朝鲜， 但仍可以在该地

从事实业活动。 对于香港之前途， 他提出不能仅由中英双方依据条约权利磋

商决定， 而应由中国与太平洋区域国家为大局安全及转运贸易之继续起见，
而求一般之解决。 关于东南亚之中国移民问题， 需要中间权力之咨商与指

导。 他还提出， 中国应当在越南、 朝鲜边境安全问题， 以及上海过境之便利

问题上， 有所贡献。 对于战后日本之处置问题， 他提出应准许日本在中国东

北及朝鲜继续从事经济活动， 但应将日本的部分工业设备转让给邻国， 特别

是中国。 他主张帮助日本之出口工业， 并按照 《大西洋宪章》 及 《租借协

议》 的精神， 准许其在世界市场上自由贸易。 他还主张设置太平洋区域安

全委员会， 由各主要主权国家之代表组织。 与会代表对于海雷勋爵的演说，
反应比较冷淡， 一部分美国代表怀疑英国试图拖累美国以助其保存大英帝

国。②

随后举行的圆桌会议分为两种形式， 首先举行的四个圆桌会议， 主要讨

论联合国家合作问题， 其中又涉及建立太平洋区域集体安全机制， 在收复地

区建立民选政府等问题； 其后举行的圆桌会议， 按照国别划分为中国、 日

本、 印度、 东南亚、 其他联合国家五组。
１ 联合国家合作问题

有关联合国家合作问题的圆桌会议中的一个总体趋向是， 与会代表更乐

意讨论政治战略问题， 而非军事战略问题。 美国代表、 太平洋学会会长杰塞

９３１

①

②

Ｓａｏ⁃Ｋｅ Ａｌｆｒｅｄ Ｓｚｅ，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ｐ １６ － １９．
《施肇基博士十二月十二日由加拿大致宋部长电译文 （第一号）》， 台北 “国史馆” 藏国民

政府档案， 卷名：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 典藏号： ００１ － ０６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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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曾提出一个请罗斯福总统召集联合国家开会， 讨论战时及战后各种问题的

建议。 施肇基等对此建议很感兴趣， 因为这可以增加中国参与确定相关军事

及战后政策之磋商的机会。 但英国代表及部分美国代表对此建议反应冷淡。①

２ 中国战场问题

在中国问题圆桌会议上， 中方出席代表为夏晋麟、 方显廷、 徐淑希，
朱世明与李干也参加了部分讨论。 会上首先讨论了战略问题。 中国代表敦

促尽快重视亚洲战场， 强调中国之潜力可成为打败日本之一大要素。 美国

代表赞成以中国作为打败日本之最好根据地。 而围绕克复缅甸问题， 主要

以中、 美代表为一方， 以英、 加代表为另一方， 产生了意见分歧。 英国代

表等认为， 联合国家为维持南太平洋战线， 已付出巨大牺牲， 因此不能为

缅甸战场调配物资、 人力及船只。 加拿大少将欧蓝姆 （ Ｍａｊ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Ｖ Ｗ Ｏｄｌｕｍ） 引述专家的观点， 认为克复缅甸所需时间， 连同其筹备时

间， 或需二三年之久。 美国退休海军上将颜露尔和中国代表， 都一再强调

缅甸战争之重要， 其理由为： 缅甸是反攻日本之最好陆地根据地， 此外，
鉴于苏联目前仍守中立， 而由印度向中国空运物资十分困难。 中国代表讲

述了中国因被日军完全封锁， 而导致的国内经济危险局面。 圆桌会议的讨

论结果， 大致认为， 亟应设法攻克缅甸， 使物资顺利运输到中国。 一些代

表认为， 联合国家的高层战略会议， 缺乏中国的参与， 应设法予以补救。
新西兰驻美外交代表纳什 （Ｗａｌｔｅｒ Ｎａｓｈ， １９３０ 年代曾任新西兰财政部长，
１９５０ 年代曾任总理） 提议， 最高军事会议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Ｗａｒ Ｃｏｕｎｃｉｌ） 中， 应

有英国、 美国、 中国、 苏联代表出席。 在英国代表怀德与数名美国代表发

起的美、 英、 中、 印四国主要代表的非正式聚会中， 有人建议将上述建议

以私人名义非正式地提交于罗斯福及丘吉尔， 但最终并无结论。 据施肇基

的观察， 讨论结束之际， 欧蓝姆及一些英国代表， 对于中国战场地位的看

法似乎有所转变。②

３ 关于战后香港、 台湾问题

会议讨论涉及香港、 台湾问题。 这也是中方非常关注的问题。 在此问题

０４１

①

②

《施肇基博士致宋部长十二月十九日电译文》 （之一）， 台北 “国史馆” 藏国民政府档案，
卷名：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 典藏号： ００１ － ０６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６。
《施肇基博士十二月十二日由加拿大致宋部长电译文 （第二号）》、 《施肇基博士致宋部长十

二月十九日电译文》， 台北 “国史馆” 藏国民政府档案， 卷名：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
典藏号： ００１ － ０６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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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中、 英代表的意见针锋相对。 会议开始之际， 施肇基等即指出， 台湾完

全为中国领土， 香港并非为适宜之安全基地。 在 １２ 日发给宋子文的电文中，
施肇基报告说， 英国代表目下似愿意考虑战后交还香港问题， 中国代表预备

在此问题上提出， 无条件收回香港后， 如各国在一个世界自由港制度之下设

立自由港， 则香港亦可成为自由港。 宋子文立即回电训示： “诸君在讨论时

口气不可过于直截详尽， 因形式上诸君为学术团体， 非政府代表也， 且预备

建议关于香港亦可为自由港一节， 在政府尚无明白训示以前应慎重发言。”①

时值中英两国签订新约的谈判正围绕九龙问题而争执不下， 宋子文、 蒋介石

等对施肇基所报告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上英国代表的言论十分关注。 １４
日宋子文面见蒋介石汇报与英美交涉和太平洋学会开会情形， 蒋介石在当日

的日记中记录： 香港问题英国表示有放弃之可能。
一些代表， 特别是英国代表提出， 战后将香港及台湾设为安全基地问

题， 亦有人提出将香港开放为自由港问题。 中国代表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是：
中国各领土之归还应为无条件的， 并且中方不愿单独讨论以任何中国领土，
作为安全基地， 或自由港问题， 并且在此事未提出作一般讨论之前， 亦不愿

意首先提及。 施肇基及美前海军上将颜露尔都提出， 香港地面狭小， 人口稠

密， 又为华南门户重镇， 实不宜作为安全基地。 中国代表复向主张以香港为

安全基地的代表质询： 设立此安全基地， 是为防御哪个国家？② 虽然有代表

答复称为防日本， 但施肇基等仍感觉若干西方代表， 尤其是英国代表之作此

提议， 反映出他们对于中国未来之强盛心存顾忌。③

此次会议并未讨论国共关系和工合问题。 会议开始之时， 施肇基等即暗

示， 对于中国问题， 只愿讨论中国的外交关系， 不愿涉及中国内政问题。
４ 战后处置日本问题

会议讨论了战后处置日本问题。 多数代表认为， 对于日本， 应首先猛予

击败， 再由盟军短期占领。 应解除日本军备， 使其交出海军， 解散其陆军，
禁止其军火工业、 兵工厂、 海军船坞以及军用飞机。 同时， 又认为对日实行

１４１

①

②

③

《施肇基博士十二月十二日由加拿大致宋部长电译文 （第二号）》， 台北 “国史馆” 藏国民

政府档案， 卷名：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 典藏号： ００１ － ０６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６。
《施肇基博士十二月十九日来电译文》 （之三）， 台北 “国史馆” 藏国民政府档案， 卷名：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 典藏号： ００１ － ０６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６。
《施肇基博士致宋部长十二月二十二日来电》， 台北 “国史馆” 藏国民政府档案， 卷名：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 典藏号： ００１ － ０６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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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控制， 不切实际。 关于日本所占殖民地、 东三省、 委任统治地等的处置

问题： 东三省、 台湾应归还中国； 委任统治地应交于美国； 朝鲜应在国际保

障之下， 予以独立， 倘有必要， 应予以协助。 会议还主张实行长期休战， 以

使日本自由主义人士， 得到机会以获取政权， 并担任将来和会的磋商工作，
藉可使日本参加 《大西洋宪章》 下之国际社会。 鉴于日本将来势必与整个

世界的繁荣和经济安全相关， 因此认为， 应给予日本维持稳定与发展经济及

商业之机会。①

圆桌会议还讨论了印度问题、 东南亚问题， 这又涉及殖民地国家战后独

立问题。 对于印度问题， 会议公认印度在战略上之重要地位。 但对于印度独

立问题， 主张应逐步改进， 反对在战时进行激烈变更。 施肇基等表示， 中国

对印度全体国民表同情， 并无党派或社会阶级之偏见， 亦无意干预印度内政

或英印关系。 对东南亚问题， 多数代表认为， 各殖民国家， 应在国际监督制

度下， 对各殖民地， 予以逐步而完全之自治。 此种国际监督机关， 应立即设

立。② 此次会议对殖民地问题的讨论， 特别是一些美国、 加拿大代表对于西

方在印度及东南亚所实行的殖民政策的批评， 令英国、 荷兰、 法国三国代表

大为不满。③

５ 会议的八点共识

会议结束之际， 综合圆桌会议中各方见解， 形成八项建议， 并提交大会

讨论， 包括：
（１） 关于战后太平洋区域航空线路之管理政策， 应立即加以研

究。 ———无异议。
（２） 英国代表应研究如何促其政府发表声明， 以消除对于 《大西洋宪

章》 适用于全世界问题之疑虑。 ———因英国代表反对， 讨论无结果。
（３） 中国参加作战工作应予扩大。 ———无异议。
（４） 在美国、 加拿大之日侨， 应予以公平与人道之待。 ———无异议。
（５） 对于以人种为理由之移民差别待遇， 应采取一切合理步骤加以修

２４１

①

②

③

《施肇基博士十二月十九日来电译文》 （之二）， 台北 “国史馆” 藏国民政府档案， 卷名：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 典藏号： ００１ － ０６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６。
《施肇基博士致宋部长关于太平洋学会会议十二月十七日来电译文》、 《施肇基博士十二月

十九日来电译文》 （之二）， 台北 “国史馆” 藏国民政府档案， 卷名：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

议》， 典藏号： ００１ － ０６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 Ａ Ｃａｒｅ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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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以期促其改善或取消。 ———无异议。
（６） 在印度国家会议印度化以后， 该会应考虑邀请联合国家专家在过

渡期内， 以顾问资格襄助一切。 ———无异议。
（７） 对于圆桌会议中关于东南亚殖民地政策之各项建议， 各代表应研

究如何使其广为传布。 ———无异议。
（８） 对于美国充分参与集体安全制度问题， 美国代表应将其重要性设

法向美国人民作更有效之宣传。 ———无异议。①

四　 施肇基的感想

会议结束后， 施肇基复向宋子文等汇报了他对此次大会的总体感想：

（一） 感觉若干代表， 尤其英国代表对于将来强大之中国怀有疑

虑。 由其要求以香港及台湾作为安全基地可以见之。
（二） 均势说， 即以势力均衡为主体之国策战后似将继续风行。
（三） 英国代表似倾向于主张战后立即恢复贸易， 力谋获得美国之

合作以维护其殖民地。
（四） 印度及印代表系属指定， 不过傀儡而已。
（五） 英国及荷兰代表， 准备最佳， 本人兹益加相信， 参加任何会

议之前， 有充分准备之必要， 以期获得良好之结果。
（六） 本人参加国际会议， 此为首次见英国代表团始终立于守势地

位。
（七） 加、 澳代表倾向于美国， 似甚于其倾向于英国。
（八） 无人提出任何关于我国合作社或共产党问题， 在会议之初，

本人曾向一二代表暗示， 对于中国情形， 除有关国际方面者外， 其他任

何讨论， 当非所愿。
（九） 中国代表团合作密切而优良。 各代表承先生之明白指示， 均

能努力前进。②

３４１

①

②

《施肇基博士致宋部长十二月二十一日来电译文》， 台北 “国史馆” 藏国民政府档案， 卷

名：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 典藏号： ００１ － ０６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６。
《施肇基博士致宋部长十二月二十二日来电》， 台北 “国史馆” 藏国民政府档案， 卷名：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 典藏号： ００１ － ０６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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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１９４５ 年弗吉尼亚温泉会议

１９４５ 年年初， 欧洲战场、 太平洋战场已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 此时，
太平洋国际学会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 （Ｈｏｔ Ｓｐｒｉｎｇｓ，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举行了第九

届会议。 本届会议的酝酿和筹备经历了一个较长阶段， 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年

的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９ 日至 １６ 日， 太平洋国际学会先在美国亚特兰大召集了一次

太平洋理事会常会， 讨论学会工作方针， 并为即将举行的大会作筹划， 特别

是制定会议议程， 邀请美、 英、 中、 荷、 法、 菲、 加、 澳、 新各分会各派五

名代表参加。 此次会议亦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

一　 １９４４ 年年初的亚特兰大会议

早在第九届会议召开的两年之前， 中国分会即开始着手准备工作，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蒋梦麟致函胡适说， “弟本月内当赴渝与委员长及子文一商两年内

预备办法， 以便下届开会时应付， 以免临时仓卒之苦”。①

亚特兰大的理事会会议召集时， 蒋梦麟、 刘驭万均在邀请之列， 但二人因

经济及时间原因， 皆无法出席。 中国分会在渝执行委员会与中央宣传部会商，
经由外交部、 宣传部高级长官参加意见， 决定电请施肇基率李干、 夏晋麟、 桂

质廷前往出席。 时恰值蒋廷黻因公赴美， 分会亦邀其为代表。② 分会拟定了

《致施植之先生备忘录》， 以作为中国代表在讨论抗战、 中国经济、 东南亚、 对

日处置、 国际和平机构等问题时的参考。 并将筹商经过及备忘录呈报宋子文，
获得其同意。 蒋梦麟复向蒋介石上签呈， 并请求拨给美金五千元以作为施肇基

等人赴会经费。 蒋介石应允了其请求， 并对前述 《备忘录》 做了修订。③

亚特兰大的会议结束后， 施肇基将会议情形择要报告给宋子文及中国分

会。 施肇基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 关于美国的太平洋政策， 美国代表

表示， 美国公众舆论， 对于参加国际组织的态度有很大进展， 不致再回到以

前的孤立政策。 但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加程度， 仍视战争发展情况， 及本年

总统及国会选举之结果而定。 美国民众对华及对日政策， 意见颇为纷歧。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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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蒋梦麟致胡适函》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４ 日），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 第 ２３ 册， 第 ４８９ ～４９２ 页。
后因蒋廷黻视察美国西部， 未能出席， 施肇基等于是邀请吴景超参加。
《太平洋国际学会明年在美开理事会派施肇基参加拨美金五千元附备忘录》， 台北 “国史

馆” 藏国民政府档案， 卷名：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 典藏号： ００１ － ６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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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众心中， 对华常存有如下疑问： “将来中国成为强国后， 是否危险？”
“中国战后能否和平统一？” “中国是否趋向民主政治？” 施肇基认为， 这些

问题， 将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之重要因素。 与会美国代表都认为美国人民有

打败日本之决心。 但在制定下届大会议题时， 美国代表杰塞普曾提议是否应

在议题中加入 “对日议和之可能” 一项。 施肇基揣测杰塞普的用意， 似乎

是因其不满英国代表对日态度过于和缓而提出的。 英代表对此提议断然表示

反对。 中国代表也认为此项提议与 《开罗宣言》 精神相悖， 因而力加反对。
施肇基会后探询杰塞普的意图， 杰塞普答称， 本年盟军进攻欧洲， 死伤必

多， 将来美军进攻菲律宾及太平洋诸岛， 倘若死伤过多， 战事拖延过久， 或

许不免会引发美国民众的厌战心理， 若届时日本缓和派提出适当条件， 难免

会有一部分美国民众会起而耸动政府以对日妥协。 施肇基认为， 就目下情形

而言， 这种设想虽未免过虑， 但不可不引起注意。 （二） 关于英国对太平洋

政策， 施肇基认为， 英国仍遵循以航海安全及和平贸易为出发点的传统政

策。 英国渐倾向于国际集体安全， 以代替英帝国内部之相互保障。 英对华政

策， 与对其他西方各国同， 当视将来世界情形， 再作具体的决定。 （三） 关

于战后日本之待遇问题。 英国代表主张暂时以军队占领日本。 认为日本退于

本土后， 将不再成为和平之威胁， 因此不必再取极端压迫手段。 美国代表主

张扶植日本内部之和平派， 对日本民众， 不采取报复手段， 同时， 维持其生

活程度。 对于铲除日本军事工业问题， 全体代表意见一致。 但对于日本之重

工业， 英国代表认为不必铲除， 美国代表中亦有一人认为不必要铲除。 中国

代表声明， 为中国将来的安全起见， 不能不主张对日本有相当的限制与保

证。 此外， 将来若日军和平退出中国， 则中国人民对日本当采取较为缓和之

条件； 若日军败退前， 任意戕杀毁坏， 则中国人民， 必要求对日本实行严厉

之处罚。 将来对日之具体条件， 除特殊情形外， 似可以盟国对德之条件为标

准； 至其他善后事宜， 中国政府与人民， 愿意与盟国共同商定， 以谋求世界

和平永久保障之建立。 （四） 殖民地问题， 英国代表认殖民地问题为内政；
同时， 亦提出应逐渐给予各殖民地以充分自治权， 并提高社会经济生活程

度； 法国代表坦承过去对越南政策之失败， 表示战后应与中国密切联络， 给

予中国交通运输之便利， 并答应开放河内为自由港。 中国代表声明， 蒋介石

多次宣言， 对邻国无领土野心， 对太平洋各属地内政， 亦无意干涉， 但中国

政府对南洋各地侨胞的利益， 自有关切之责任。 战后， 各国应尽早废止歧视

华人之律例。 华侨利益， 应予尊重。 （五） 太平洋国际安全问题， 美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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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露尔主张， 将来国际安全组织， 应由四强领导。 美、 亚、 欧各洲， 另设立

评议会。 重大国际问题， 由大会决定； 局部问题， 由评议会处置。 主张于军

事要地， 设立海空军根据地。 但不赞成设立国际警察。 澳大利亚、 加拿大代

表， 反对将来国际组织由四强领导， 主张大小国家， 平等参加。 英代表认国

际组织， 不应专注于安全问题， 也应注重发展各国人民之福利。 （六） 关于

中国现状， 会上涉及此问题的主要是太平洋国际学会总干事卡特和研究干事

霍兰德的报告。 １９４３ 年夏， 卡特、 霍兰德为美国联合援华会以及太平洋国

际学会工作事务， 到中国访问， 他们到了重庆、 昆明、 桂林、 香港等处， 与

中国会员及学者， 美国驻华军事、 外交人员都有接触， 并受到蒋介石等人的

接见。 此次， 他们在亚特兰大会议上报告了对中国之行的印象。 卡特提及，
蒋介石对国外局势非常关注， 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亦感兴趣。 霍兰德报告，
中国目前的问题为， 经济上的通货膨胀严重影响生产效率与人民生活， 公教

人员所受影响尤甚； 交通梗阻导致教育界不易与外国交换知识； 国共两党间

关系仍很紧张。 美国代表对未来国共关系之走向十分关心。 中国代表提出，
蒋介石曾宣言， 共产党问题系政治问题， 当由政治途径和平解决。 外界有关

国共关系的传言， 多不符合事实， 且有恶意造谣者， 应不足信； 且这是内政

问题， 不在本会讨论范围之内。 关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九届会议， 议决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在北美举行。 大会员国选派代表十五至二十人， 小会员国选派

五至十人。 会议的总议题为 “太平洋之安全及发展”， 具体问题包括：
（１） １９４４年各国之重要发展； （２） 日本之将来； （３） 太平洋各国经济复兴

与发展； （４） 各国文化及种族关系； （５） 各属地的未来； （６） 安全问题。①

宋子文复将施肇基的报告择要呈报于蒋介石。 蒋梦麟等亦向其呈送下届会议议

题及讨论大纲， 同时提出， 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邀请刘驭万出国住印度一个

月， 住纽约五个月， 以襄助会议筹备事宜， 请求许可， 获得蒋介石的批准。

二　 弗吉尼亚温泉城会议

１ 国民政府的会议准备

３ 月， 朱世明呈报蒋介石， 太平洋国际学会即将召开的会议性质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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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施肇基报告太平洋国际学会讨论要点》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 《太平洋国际学会秘书长卡

德及秘书何伦报告去夏被邀来华情形》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台北 “国史馆” 藏国民政府

档案， 卷名：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 典藏号： ００１ － ０６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６。



第三章　 战时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并请求指定军事委员会参事室负责筹办。 蒋介石随即命军委会参事室负责准

备事宜， 并会商于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 其代电曰： “参事室王主任雪

艇兄并转熊秘书长天翼兄钧鉴： 下次太平因国际学会会议已定于明年正月在

北美举行。 其议题为战后太平洋区之安全及繁荣问题， 内容包括联合国太平

洋作战联系机构问题、 战败日本之处置、 集体安全、 国际警察及海空军根据

地分配等问题。 其重要性较以前历次会议均为过之。 而该会议在英美各国左

右政府外交政策之力量亦甚重大。 我国分会已在重庆组织研究会， 从事研

究， 惟此项准备工作可由参事室负…… （注： 以下原档案缺页）。”① 军事委

员会参事室奉命筹办， 并与熊式辉、 中国分会接洽。 １１ 月初， 蒋介石亲自

召集参事会研究对于太平洋学会会议之指示案， 对于战后日本国体问题， 蒋

氏坚主由日本国民自决。② 至 １２ 月初， 蒋介石批复王世杰所拟定的指示案

曰： “所拟 《太平洋学会会议之指示案》 甚中肯要， 已密交蒋会长作为我国

代表出席此次会议之准则矣。”③ 根据该指示案， 中国代表在方略上应注意

以下原则： 一、 此次会议所讨论之处分日本及保障太平洋安全各问题， 于中

国有切身利害关系， 故中国代表应特别注意， 在会中应有坚定明确之主张；
二、 中国今后对外政策， 须同时力图增进中苏及中英关系， 中国代表之言论

及态度， 务须避免反苏或排英之嫌； 三、 中方参与会中各项问题之讨论， 不

专注于某一问题； 四、 中国内政在原则上应拒绝作为会议中议题讨论； 五、
与各国代表人士多进行私人接谈。 在政策上应注重如下各点： 一、 战后必须

彻底解除日本武装； 二、 为防止日本再兴军备， 须管制其主要工业及军用原

料之进口； 三、 战后必须于相当长时期内在日本本土驻军， 由联合国家共同

负责， 中国亦参加； 四、 日本属地及占领地之处置， 应依照 《开罗宣言》；
五、 日本国体及其他内政问题应依照蒋介石在开罗对美总统之谈话， 即听由

日本人民自决； 六、 日本侵略所造成的中国公私产业之损失， 应以日本在华

之公私产业抵偿一部分； 七、 太平洋区域内应设一区域组织； 八、 如联各国

将设立国际海空军根据规定为一般义务， 中国亦同意在其太平洋领土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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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朱世明呈太平洋国际学会性质重要， 由军事委员会参事会负责准备会商熊天翼》， 台北

“国史馆” 藏国民政府档案， 卷名：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 典藏号： ００１ － ０６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７。
《事略稿本》，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 第 ２ 页， 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文物， 典藏号： ００２ －
０６０１００ － ００１９４ － ００８。
《王世杰呈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事件之指示》， 台北 “国史馆” 藏国民政府档案， 卷名：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 典藏号： ００１ － ０６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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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九、 关于太平洋之殖民地及属地处置问题， 中国原则上主张尽可使当地

人民早获政治自由， 对于在政治上成熟之人民， 应限期给予自主； 十、 战后

应立即允许朝鲜独立； 十一、 中国对于东南亚关注出海通道、 废除种族差别

待遇、 保障少数民族权利三方面利益； 十二、 中国战后经济建设， 基于如下

原则： （一） 在国家全盘计划经济之下， 发展国营企业， 同时奖励及辅助私

人企业； （二） 国营民营企业均欢迎外国资本及技术协助； 十三、 关于一般

国际安全组织问题， 中国代表的主张应与政府最近在华盛顿会议时所采取的

保持一致。①

蒋介石亲自圈定代表人选， 并指定蒋梦麟担任代表团团长。 张君劢向蒋

介石毛遂自荐， 被派为代表。 陈果夫转来参政员、 东北元老莫德惠推荐宁恩

承担任代表的信函。 宁恩承是辽宁人， 曾是张学良的部下， 出席过太平洋学

会 １９２９ 年京都会议。 莫德惠的理由是， “太平洋学会亦应有一东北同志参

加”。② 蒋介石同意宁恩承充任代表， 并命蒋梦麟先转告宁氏来见。 此外，
王世杰、 陈布雷又推荐外交部东亚司司长杨云竹、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

从室秘书邵毓麟为代表。 中国代表最终确定为： 蒋梦麟 （团长）、 张君

劢、 钱端升、 吴文藻、 宁恩承、 杨云竹、 邵毓麟、 叶公超、 胡适、 施肇

基、 张忠绂、 浦薛凤、 李干、 李国钦、 李卓敏、 刘驭万、 周鲠生、 吴景

超， 共计十八人。 其中， 前八人由国内出发， 后十人已在美国。 在经费

方面， 国民政府批拨中国代表川旅费美金二万元， 会议开幕前夕， 又应

蒋梦麟之请， 加拨美金二万四千五百元、 国币十万零五千元、 印度币二

万零三百盾。
１２ 月底， 会议举行在即， 外交部接驻英大使顾维钧密电称， 英方对此

次会议颇有准备， 对于组织太平洋区域安全机构问题， 拟订了详细的方案。
蒋介石命王世杰等从速研究对策， 王世杰指出， 主要是英方主张第三项所谓

“中国现尚薄弱， 其地位可认为平等， 其职权不能相同” 存在问题， 鉴于会

议已经开幕， 建议立即电告中国代表特别注意。 蒋介石随即致电驻美大使魏

道明， 嘱转告中国代表注意此点， 如英方有此种论调， 中国代表应以正式及

非正式方式向美、 英及各国代表表示， 在未来之太平洋安全机构中， 中国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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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太平洋学会会议指示案》，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档案， 册名： 《太平洋学会》， 档案

号： ４１２ ／ ００３０， 影像号： １１ － ＮＡＡ －０２６９８。
《莫德惠致陈果夫函》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 典藏号： ００１ －
０６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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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决不能接受仅在形式上予中国以与英美平等之办法。①

２ 温泉城会议的讨论

１９４５ 年年初， 当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九届会议举行之时， 形势较三年前

上一届会议时， 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二战各战场， 盟国与轴心国的胜败

形势已较明朗， 战争之结束已不再显得遥遥无期。 在欧洲战场， 盟军自半

年前的诺曼底登陆以后， 逐步推进， 但正在阿登战场遭遇德军顽强的抵

抗； 苏军已解放本土， 继续在东欧逐步向西推进。 在太平洋战场上， 日军

已连接遭遇沉重打击。 盟国则通过召开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 开罗会议、
德黑兰会议、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等一系列国际会议， 为国际和平机构之建

立奠定了基础。 而对于中国战场来说， 抗战已坚持了七年多， 但不久前，
刚遭遇了豫湘桂战役的大溃退。 在国际地位方面， 虽然中国 “四强” 之一

的地位已然确立， 但由于军事的失利， 以及国内通货膨胀、 官员腐败、 国

共冲突， 美英报刊对于国民政府的批评报道日渐增多。 这些报刊舆论影响

了国民政府的海外形象， 令国民政府高层深感恼火。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６ 日，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九届会议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城开

幕。 学会的上一届会议， 将大部分注意力置于如何增进联合国家战略合作

的问题上， 而本次会议则主要关注战后问题， 会议的主题为 “太平洋之安

全及发展”。 这次会议共有来自美国、 中国、 英国、 法国、 加拿大、 澳大

利亚、 新西兰、 菲律宾、 印度、 泰国、 朝鲜的近 １３０ 名代表参加， 国际联

盟秘书处、 国际劳工局、 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组织派观察员出席。 出席本届

会议的印度代表团与上届相比， 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尼赫鲁的姊妹邦第夫

人 （Ｐａｎｄｉｔ， Ｍｒｓ Ｖｉｊａｙａ Ｌａｋｓｈｍｉ） 担任代表团团长。 此次会议依然采取对

外保密的方式。
中国代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包括：
林维英： 《中国和外国资本》
吴景超： 《中国工业化计划》
陈序经： 《中国与东南亚》
王铁崖： 《在华外国人及外国企业现状》
浦薛凤： 《最低安全保障———免于恐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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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世杰呈顾维钧电告英方所拟太平洋区域机构之意见》，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 典藏

号： ００１ － ０６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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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鲠生： 《世界新秩序中的远东问题》①

会议开始后， 蒋梦麟、 杨竹云定期将会议情形以电报形式向宋子文、 蒋

介石等报告。
（１） 战后日本之处置

会议首先讨论了 “日本之将来” 问题， 这也是会上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对于日军之溃退， 各国代表看法不一， 中国代表认为日军将凭借大陆以对

抗， 英美代表则多对此表示怀疑。 与会代表大致得出如下共识： 联合国家须

切实合作。 日本如实行和平攻势， 联合国家应立即予以拒绝， 直至其无条件

投降为止。 彻底解除日本海、 陆、 空军武装， 并防止其重整军备。 赔款采取

实物的形式， 不以金钱形式， 并以保持东亚和平为准则， 而不以报复日本暴

行为目的。 日本战败后， 势必经历一个经济混乱期， 联合国应于相当时期在

保障东亚和平范围内， 使其经济安定， 保障其人民最低生活标准。 但对于经

济恢复的速度， 英国代表与中、 美两国代表观点稍有不同。 有英国代表主张

此经济恢复期时间宜短， 中、 美代表则主张须经历相当的一段时期。 最后讨

论的结果， 英国代表无异议。 战后盟国可移用之资本物资， 应尽先供给中国

之需要， 不应供给恢复日本经济之用。 对于天皇问题， 英国代表倾向于维

持， 美国代表大多倾向于废除， 也有美国代表与中国代表意见一致， 主张由

日人自决。 对于日本委任统治岛屿， 有中国代表提出由美国占领， 澳大利亚

代表主张由联合国讨论决定， 为多数代表所赞同。 此外， 帮助日本政治民主

化是会议的一个共识。 总的说来， 在处置日本问题上， 中、 美两国代表意见

接近， 对于不同意见， 中国代表也避免与之直接冲突。 此外， 因此次会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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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Ｗ Ｙ Ｌ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ｏｎｇ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５）。
Ｃｈｉｎｇ⁃Ｃｈａｏ Ｗｕ， Ｐｌａ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Ｃｈｏｎｇ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５） ．
Ｓ Ｃ Ｃｈ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 Ｃｈｏｎｇ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５） ．
Ｗａｎｇ Ｔｉｅｈ⁃Ｙａｉ，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ｌｉｅｎ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Ｃｈｏｎｇ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１９４５） ．
Ｄｉｓｏｎ Ｈｓｕｅｈ⁃Ｆｅｎｇ Ｐｏ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ｉｎｉｍｕｍ⁃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Ｆｅａｒ （Ｃｈｏｎｇ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５）．
Ｓ Ｒ Ｃｈｏｗ，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ｉｎ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Ｏｄｅｒ （Ｃｈｏｎｇｋ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５）．
（主要参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ｔ Ｓｐｒｉｎｇｓ，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６ － １７， １９４５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５）， ｐ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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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苏联代表参加， 因此苏联方面的意见不得而知， 与会代表颇以此为虑， 但

都避免进行推测。①

（２） 战后印度及东南亚各殖民地独立问题

关于 “各属地的未来” 问题， 会议讨论的情形与上一届会议类似， 美

国、 加拿大代表主张在印度及东南亚各殖民地实行种族平等， 早予自治； 英

国、 法国、 荷兰代表则力图维持战前原状， 主张实行渐进的改良。 双方展开

了激烈的辩论。 印度代表亦对英国对印政策大加批评。② 据说， 会上对英、
荷、 法殖民政策的指责令三国代表十分恼火， 甚至考虑过退出会议问题。③

中国代表则提出保障东南亚华侨利益。
（３） 集体安全问题

关于 “集体安全” 问题， 各国代表主张， 太平洋区域安全组织须与世

界安全组织相配合， 而以局部组织为世界组织在该区域之代理机关。 而对集

体安全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提案展开。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至 １０
月， 美、 英、 苏、 中四国代表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
会议通过了 《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提案》， 为未来的联合国架构了基

本框架。 此次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上， 许多代表指出敦巴顿提案的不足， 认

为有进一步澄清和改进的必要。 例如， 有代表提出国际安全体制应以道德为

基础。 而对于四强享有否决权问题， 一些代表表示担忧， 否决权会使世界组

织自身面临破裂的危险。 但也有一些代表认为， 否决权亦有其作用。④ 有关

四强否决权问题的讨论又涉及苏联对东三省政策问题。 有西方代表提出， 若

苏联提出会被中国反对的要求， 世界组织即难于应付。 因此， 希望中苏两国

如有问题， 宜尽早由双方和平商决。 与会代表认为， 四强竭诚合作， 实为世

界和平之关键。 而会议又公认， 中国之统一与盛强， 尤为世界和平不可少之

因素。 私下里， 不少西方代表与中国代表交谈， 都对苏联态度表示担忧。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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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蒋梦麟致外交部电》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案， 册名： 《太
平洋学会》， 档案号： ４１２ ／ ００３０， 影像号： １１ － ＮＡＡ －０２６９８。 《杨云竹致重庆外交部部次长

电》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同上。
《蒋梦麟致重庆外交部电》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１８ 日）、 《杨云竹致重庆外交部部次长电》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同上。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Ａ Ｃａｒｒ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ｐ ３８ － ３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ｐ １０４ － １２６．
《蒋梦麟致重庆外交部电》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杨云竹致重庆外交部部次长电》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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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中国的经济建设

在 “太平洋各国经济复恢复与发展经济” 圆桌会议上， 中国代表详述

中国的经济政策， 及保护外国投资政策。 有英美代表主张中国不应太侧重于

重工业， 应同时发展手工业及农业， 俾能增加出口， 换取机器。
（５） 关于国共关系

国共关系并未成为会上讨论的问题。 然而， 中国代表一开始即注意到一

名来自重庆的 “左倾” 记者冈瑟·斯坦因 （Ｇｕｅｎｔｈｅｒ Ｓｔｅｉｎ）， 他以英国代表

身份参加会议。 据张君劢说， 斯氏告诉他， 将对中共问题有所发言。 中国代

表怀疑其是受中共之委托。 后来在经济圆桌会议上， 斯坦因曾批评国民政

府， 而中国代表予以反驳。①

（６） 香港、 外蒙等问题

此次会议亦讨论到香港、 外蒙、 新疆、 西藏问题。 时任军事委员会参事

室参事的张忠绂自 １９３６ 年后再度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 他是在参加敦

巴顿橡树园会议后留在美国复出席此次会议的。 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 他提

出， １９４５ 年的这次会议让他感觉 “左倾” 势力颇大。 他的依据是： 会上对

英国殖民政策多有批评； 另外， “左倾” 人士屡次将香港、 蒙古问题提出讨

论。 有西方代表， 如： 会议秘书塔妈耶 （Ｆｒａｎｋ Ｍ Ｔａｍａｇｎａ） 及拉铁摩尔表

示支持外蒙独立， 张忠绂随即予以针锋相对的反驳。 当然， 此时， 包括张忠

绂在内的与会代表均不知道， 雅尔塔会议已秘密决议外蒙独立。 关于香港问

题， 会前国民政府中枢已做出指示， 中国代表对此问题暂时不必有所表示。
然而， 会中 “左派人士” 主张香港应归还中国， 并再三追问中国代表的态

度。 “我在国内时原也主张暂时勿须因香港问题与英国冲突， 但在讨论会议

上， 为局势所迫， 感到中国代表， 全装聋作哑， 也不是办法。 我乃声明， 以

个人立场表示意见： 香港为中国土地， 终须归还中国， 盼望英国能本共同作

战， 改造战后世界的精神， 与中国早日会商归还香港的办法。”② 其发言虽

未在中英代表间引发激烈论辩， 事后却引起一名中国代表的指责， 认为其发

言与最高指示不符。 中国代表团特为此事开会， 吴文藻、 蒋梦麟、 叶公超都

表示支持张忠绂的做法， 此风波才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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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魏道明致蒋介石电》，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 典藏号： ００１ － ０６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７； 蒋梦麟致重庆外交部电》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 １８ 日）。
张忠绂： 《迷惘集》， 第 １７３ ～ １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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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绂回忆， 会议结束后， 他因感觉到与会代表中 “ ‘左倾’ 人士” 增

多， 对国民政府持不友善态度。 而向刘驭万建议： 中国分会应退出太平洋国

际学会， 但没有结果。①

第五节　 尾声———交恶的开端

战争结束之际， 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中国分会均已经历了二十年的发

展， 其间， 学会通过召集一系列国际会议， 已在中国享有一定声望， 与中国

学界形成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 学会与国民政府， 亦建立了友好关系。 特别

是在抗战时期， 这种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 很多美国会员对中国的抗战持支

持态度。 中国驻美使领馆也与学会保持往来关系。 如前所述， 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 不少总学会的工作人员以及美国会员， 参加了美国各援华组织， 一些

人来到中国从事中美战时合作工作。

一　 抗战后期太平洋国际学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摩擦

但从抗战后期起， 太平洋国际学会国民政府之间的冲突、 摩擦开始出

现， 且不断增加， 一些西方会员的言论使国民政府日渐感到， 太平洋国际学

会已不再是一个友好的国际组织。
如前所述， 二战结束前夕太平洋学会所举行的第九届会议上， 张忠

绂感觉到与会者中 “ ‘左倾’ 人士” 增多， 对国民政府持不友善态度。
事实上， 早在 １９４３ 年，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摩擦即已出

现。 １９４３ 年， 美国会员毕森 （ Ｔ Ａ Ｂｉｓｓｏｎ） 在美国分会的机关刊物 《远

东观察》 （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ｕｒｖｅｙ）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中国在联盟战争中的

角色》， 提出有两个中国： 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 他对中共在根据地

施行的政策大加赞扬， 而对国统区的政策提出批评。② 这篇文章令重庆方

面大为恼火。 此事件发生后， 恰值太平洋学会总干事卡特、 研究干事霍

兰德再度访华， 如前所述， 他们受到蒋介石等人的接见， 后者表现出对

于学会的兴趣。 二人初到重庆时， 因旅馆紧张， 还被安排在嘉陵宾馆孔

祥熙的私人套房。 霍兰德认为， 这种优待与担任孔祥熙左右手的冀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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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忠绂： 《迷惘集》， 第 １７４ 页。
Ｔ Ａ Ｂｉｓｓ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ａｒｔ ｉｎ ａ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Ｗａｒ”，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Ｊｕｌｙ １４， １９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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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① 原因或许不止于此， 不过此事反映出此时学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

系尚未受很大影响。
然而， 此后类似的事件一再发生， 无论 《太平洋事务》、 《远东观察》、

《美亚》 （一些美国会员自行创办的杂志） 上所刊载的文章， 还是太平洋学

会所举行的会议， 都不时出现对国民党的批评声音。 其所批评者， 无非国民

政府作战不力、 经济崩溃、 贪污腐败， 以及国共冲突不断。 到国共内战时

期， 事态似呈愈演愈烈之势， 导致国民政府与太平洋学会之间的关系逐步恶

化， 并严重影响了学会与其中国分会的关系。 当然， 在这段时期， 海外对国

民党的批评言论， 并非太平洋国际学会所独有。 自抗战后期起， 有关中国的

新闻报道中对国民党的批评声音日渐增多， 乃是美、 英各大报刊的一个普遍

现象。 许多来华西方人士， 亦持类似的看法。 来自太平洋学会美英会员的批

评仅反映了一些会员的个人意见， 学会本身一向注重遵循中立原则， 避免采

取政治倾向与政治立场。 何况这些言论即便对国民党提出批评， 也不一定意

味着同时对中共持赞赏态度。 然而， 到 １９５０ 年代， 太平洋国际学会， 以及其

大批美国会员， 被麦卡锡主义选作攻击的对象， 学会被指控为受到了苏联、
共产党的渗透， 并要为 “丢失中国” 负责。 长期的调查致使学会受到沉重打

击， 最终宣告解体。 后面的历史之所以有如此的发展， 是由各种因素累积造

成的。 最根本的原因自然是冷战的国际局势； 此外， 学会亦如那些 “中国通”
一样， 被指要为 “丢失中国” 负责， 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当然，
也有学会自身的因素， 其中之一是， 该学会， 特别是其美国分会， 因其对远

东太平洋问题研究的专业地位， 引起了美国公众及政府的重视， 在二战前后，
美国分会与政府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它对公众舆论及政府政策走向在事

实上的确有一定影响力。 此外，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中的确有人是共产党员，
例如中共地下党员陈翰笙、 冀朝鼎曾参与学会的研究及编辑工作。②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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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Ａ Ｃａｒｒ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 ３０．
陈翰笙曾于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６ 年两度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学会会议， １９３６ 年， 他由苏联前往美国参

加 《太平洋事务》 的编辑工作。 据他回忆， 拉铁摩尔担任 《太平洋事务》 主编后， 感到人

手缺乏， 向学会要人， 作为会员国的苏联推荐他去 （见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四
个时代的我———陈翰笙回忆录》， 中国文史出版社， ２０１２， 第 ６１ 页）。 但霍兰德对这种说法

表示不解， 其理由大致为， 苏联分会与太平洋学会关系一向较疏离， 其时， 甚至未曾出席

过学会会议， 学会负责人如何会在人事问题上听从苏联方面的意见？ （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Ｔｗｏ：
Ｈｏｌｌａｎｄ⁃Ｈｏｏｖ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ｉｎ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ｐｐ ３８０ － ３８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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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 年代美国参议院麦卡伦委员会 （ ｔｈｅ ＭｃＣａｒｒａ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对于太平洋

国际学会的调查， 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工作， 当事人亦留下了大量详细的回

忆， 况且也逸出本书所讨论的范围， 此处就不赘述。① 不过， 仍有几个线索

值得稍做梳理。
也是在 １９４３ 年， 卡特与霍兰德访华期间， 出席了美国联合援华会在重

庆召集的会议， 卡特是该会负责人之一， 围绕该会内部事务， 该会成员阿尔

弗雷德·柯伯 （Ａｌｆｒｅｄ Ｋｏｈｌｂｅｒｇ） 对卡特产生不满。 柯伯是一个在中美之间

从事纺织品贸易的商人， 也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会员。 １９４３ 年会议时，
柯伯表示， 将对太平洋学会美国分会的 “亲共” 倾向采取行动。② 从 １９４４
年年底开始， 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 柯伯展开了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分

会的攻势， 他散发了一份 ８８ 页的材料， 指责学会 “亲共”， 并得到两家美

国杂志的支持。 １９４７ 年春， 作为应对， 美国分会举行了全体会员投票， 就

学会是否 “亲共” 进行表决， 结果以压倒性多数意见否认了这一指责。 同

时， 学会还获得了许多远东问题专家的具名支持以及一些重要报刊的支持。
太平洋学会也将此事经过通告给各国分会。 再度担任中国分会会长的胡适也

收到相关文件。③ 事实上， 在 １９４５ 年春， 学会即为应付柯伯的指责制定了

措施， 卡特致信中国分会在美国的代表李国钦， 征询其意见。④ 李国钦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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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此问题， 可以参见：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编 《太平洋学会调查报告》， 黎明公司编

辑部译， “近代史丛书” ７，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有限责任出版公司， １９７３； 罗斯·Ｙ 凯

恩： 《美国政治中的 “院外援华集团”》， 张晓贝等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４； 费正清： 《费正

清对华回忆录》， 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１； 费正清： 《费正清自传》， 黎鸣、 贾玉文等译， 天津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保罗·埃文斯： 《费正清看中国》， 陈同、 罗苏文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

社， １９９５； 矶野富士子整理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 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 吴心伯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斯·菲尔德： 《从右到左： 我的自传》， 竞

芸、 芦荻生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２； 李玫蓉： 《太平洋学会与美国对华政策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９）》， 硕士学位论文，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１９９９ 年；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Ｊ 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ｉ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Ｓｅａｔｔ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４ ）； Ｒｏｂｅｒｔ Ｐ Ｎｅｗｍａｎ， 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 Ｌｏｓｓ ”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Ｂｅｒｋ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等。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 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 ８８．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６” ． 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

适档案， 档案号： Ｅ０４７５ － ００１。
李国钦是美国华侨， 华昌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多次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太平洋学会会议，
亦充当中国分会在美国的代表， 此时担任总会的财政委员会主席。 他与胡适以及孔祥熙、
宋子文等关系密切， 在国民政府争取美援活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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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表示， 关于如何应对处理柯伯的指控问题早应在温泉会议上由全体代表决

定。 同时， 他对太平洋学会的政策批评道： “我依然认为， 在影响远东的重

要冲突问题上， 太平洋国际学会可以主要通过采取明确、 积极的姿态， 以为

和平做出最大贡献， 明确地表达意见， 可以消除误解， 有助于舆论之形

成。” “目前的事在我看来尤为不幸的一点是， 它是以中国为代价。 无论这

项指控被证实或者证明不成立， 无论一个人偏袒与否， 都将损害中国的利

益。 出于此原因， 也因为涉及到我的国家， 我不介意加入 （学会的应对举

措）。”① 然而， 柯伯的攻击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国民政府外交部接驻纽约总领事报告称， 太平洋学会为

若干 “左倾” 之中国问题专家所盘据， 对国民政府肆意攻击， 中国与该会

之关系， 似宜重新考虑。 外交部训令驻美大使馆及各领馆， 如再发现攻击国

民政府之言论， 应根据事实予以驳斥， 并具报。②

一方面， 国民政府加强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警惕； 另一方面， 中国分会

也对太平洋学会的一些政策不满。
据张忠绂回忆， １９４５ 年温泉会议后， 他因感觉到与会者中 “‘左倾’ 人

士” 增多， 而向刘驭万提议， 中国分会应退出太平洋国际学会， 但后者并

未听从。 张忠绂的回忆录出版于 １９７０ 年代末期， 冷战尚未结束， 麦卡锡主

义指控太平洋学会的阴影亦未消散， 因此， 他对此次会议的回忆或许不免带

有一定时代的印记。 但从刘驭万会后的感想来看， 张氏的回忆大体上应是可

靠的。 由美国回国后， 刘驭万致函胡适， 感谢他对中国分会的帮忙， 提及中

国分会 “仍是你的婴儿”， 但同时抱怨道： “在数方面， 我对此次美国之行

不满意。 会议一无是处， 太平洋国际学会糟糕， 中国分会则更糟。 有时， 我

几乎觉得受够了。”③ 不过， 随后， 他又致函胡适， 表示他会让中国分会继

续下去。④

另一个引发中国分会与总会之间矛盾的问题是会费。 抗战期间， 中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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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Ｋ Ｃ Ｌｉ ｔｏ Ｅ Ｃ Ｃａｒｔｅｒ， Ｍａｒｃｈ １３， １９４５． 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 档案号： Ｅ０１４６ －
００１。
Ｐ Ｈ Ｃｈａｎｇ ｔｏ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ａｒｃｈ ４， １９４６．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案，
册名： 《太平洋学会》， 档案号： ４１２ ／ ００３０， 影像号： １１ － ＮＡＡ － ０２６９８； 《外交部致驻美使

领馆训令》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同上。
Ｌｉｕ Ｙｕ⁃ｗａｎ ｔｏ Ｈｕ Ｓｈｉｈ， Ｍａｒｃｈ ６， １９４５ 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 档案号： Ｅ０２７５ － ００７。
Ｌｉｕ Ｙｕ⁃ｗａｎ ｔｏ Ｈｕ Ｓｈｉｈ， Ａｐｒｉｌ １９， １９４５， 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 档案号： Ｅ０２７５ －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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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虽获得国民政府对其出席国际会议的补助， 但其经济困难问题并未解决，
尤其从抗战后期起， 筹措每年给总会的会费成为中国分会所面临的一大问

题。 １９４４ 年年底， 在美中国会员为筹措会费而进行会商， 刘驭万等决定以

四名在美执行委员的名义， 致函正在访美的孔祥熙， 由夏晋麟面交。 但是，
担任司库的陈光甫不赞成向孔请款， 而主张个人捐款。 一年后， 中国分会再

次为筹措会费而发愁。 １９４５ 年年底， 学会总干事卡特再三向中国分会催缴

第九届会议上所允诺的会费， 随后与中国分会发生了争论。 李国钦在致胡适

的电报和信函中， 一方面批评卡特在此事上的做法以及学会的政策； 另一方

面又提出： “我们不能把对学会政策的批评与会费问题搅在一起。”① 在向政

府请款问题上， 李国钦的意见与一年前陈光甫的相近， 他提出， 中国分会不

应该收取政府的补助金； 而应如英国、 美国分会那样， 将一批对学会事务感

兴趣的人聚合在一起， 由其认捐。 “然后， 我们方能按照我们的自由意志发

言， 这将是对太平洋理事会及世界的大贡献。”② 他还告诫， 不能重拾昔日

日本分会及苏联分会对待太平洋学会的态度。

二　 １９５０ 年中国分会退出太平洋国际学会

战后， 尽管与总会有一些摩擦， 但中国分会的各项事务照常进行， 且依

旧维持与总会的正常往来。 抗战胜利后， 中国分会复员回到上海。 执行委员

会届满举行了改选； 执行干事一职则因刘驭万出任驻汉城总领事， 而由刘裕

棠接任。 １９４７ 年年初， 已担任学会总干事的霍兰德访问中国分会， 鉴于人

事变动等原因， 他对中国分会能否恢复战前的位置心怀疑虑。③ 然而， 在此

时期， 中国分会的确提出过一些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 它亦筹备并出席了学

会 １９４７ 年在英国举行的第十届会议及其他会议。 中国分会与总会之间的关

系最终因政局之影响而宣告终结。 １９５０ 年，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十一届会议

计划于印度举行， 此时， 中国的政局已发生剧变， 一部分中国会员留在大

陆， 而更多的会员及分会执行委员已到台湾、 香港、 美国等地。 太平洋国际

学会筹备此次会议时， 曾讨论过是否向新中国方面发出邀请问题。 胡适、 蒋

梦麟等中国分会领导成员对此表示抗议， 并最终决定中国分会退出太平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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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Ｋ Ｃ Ｌｉ ｔｏ Ｈｕ Ｓｈｉｈ， Ｊａｎ ２４， １９４６． 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 档案号： Ｅ０２６９ － ００１。
Ｋ Ｃ Ｌｉ ｔｏ Ｈｕ Ｓｈｉｈ， Ｆｅｂ ８ｔｈ， １９４６， 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 档案号： Ｅ０２６９ － ００１。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 Ａ Ｃａｒｅ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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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学会。①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就此宣告终结。
当然，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事务及国民党之间的瓜葛远未结束。 １９５０

年， 美国会参议员麦卡锡 （Ｊｏｅ ＭａＣａｒｔｈｙ ） 指控拉铁摩尔、 杰塞普等人是苏

联代理人。 他对拉铁摩尔的一些指控， 承继了柯伯此前的意见。 据说， 柯伯

将他所收集大量相关资料交给了麦卡锡。② 大约在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５０ 年，
柯伯与台湾方面也联系紧密， 多次向后者提供关于美国某中国问题专家或某

远东政策负责人是否 “亲共” 的意见。③

自 １９５０ 年起， 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美国会员———其中不少人是远东问

题专家及曾参与制定远东政策的政府官员， 包括拉铁摩尔、 杰塞普、 卡特、
霍兰德、 费正清、 菲尔德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Ｖ Ｆｉｅｌｄ） 等———受到参议院司法委员

会的调查。 长期的调查终于拖垮了太平洋国际学会， 到 １９５０ 年代末， 学会

事实上已停止活动， 最终于 １９６０ 年宣告解散， 其多年积累下来的图书、 资

料及刊物， 分别转入美国、 加拿大数家知名亚洲研究中心。

三　 １９７０ 年代台湾批判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风潮

不过， 到了 １９７０ 年代初期， 台湾又出现了一次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

分子 （尤其是费正清） 的批判运动。 一批相关批判书籍和文章付诸出版，
其原因就正在于时值中美建交前后， 而这种看似 “翻旧账” 的举措， 正如

台军事部门给蒋经国的一份报告中揭示的， 是 “为扩大心防及宣教影响”，
适应 “政治作战” 的需要。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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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 Ａ Ｃａｒｅ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 ５７．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 “ Ａ Ｃａｒｅ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 ５９．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案， 册名： 《太平洋学会》， 档案号： ４１２ ／ ００３０， 影像号： １１ －
ＮＡＡ －０２６９８。
国防部参谋总长高魁元呈总政治作战部译印之 《远东是怎样失去的》、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

员会太平洋学会调查报告》 及 《 〈美亚报告〉 中国灾难之线索序文》 三书 （１９７０ 年 ６ 月 ９
日）， 《军事———国军重要主官暨幕僚调任计画暨候选名簿 （一）》， 台北国史馆藏蒋经国文

物， 典藏号： ００５ － ０１０２０２ － ０００４０ － ００９。




